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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非营利组织与美国对外政策

对于非营利组织 (或非政府组织、 私立民间组织、 志愿服务组织等)
在美国的发展及其影响ꎬ 著名日裔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 (Ａｋｉｒａ Ｉｒｉｙｅ) 做

出过这样的评论: “非政府组织的增长是 ２０ 世纪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方

面”ꎬ 其主要特点是 “这个国家不同部分被以各种方式联系成私人结社网

络”ꎮ① 美国是一个 “喜好结社者的国度”ꎬ 有深厚的自由结社传统ꎮ 这种

传统可以追溯到 “五月花号” 抵达普利茅斯的 １６２０ 年ꎮ 当移民们经过长

途颠簸来到新大陆时ꎬ 生存的需要要求他们自发组织起来ꎬ 共同面对各种

生存挑战ꎮ 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及立国后开拓、 发展和走向强大的过程ꎬ 也

是自愿结社组织不断发展并形成牢固传统的过程ꎮ 早期的自愿组织有这样

几个特点: “一是建立在自治和自愿基础上ꎻ 二是非政府原则ꎻ 三是体现

了不依赖政府、 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精神ꎬ 也就是自愿、 自治和自助的原

则ꎮ”② 这些早期的 “自愿组织” 也就是民间的 “非政府组织”ꎮ 本章所

讲的非营利组织ꎬ 主要指的是关注公共事务ꎬ 特别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非营

利性、 非政府性的组织ꎬ 各种营利性的跨国公司和企业等均不在本章讨论

范围之内ꎮ③ 换句话说ꎬ 本章所要探讨的组织也就是入江昭所界定的 “非
政府组织”: “正式的国家机构 (中央和地方政府、 警察和武装力量、 立

①

②

③

Ａｋｉｒａ Ｉｒｉｙｅꎬ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ｆ ＮＧＯｓ”ꎬ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Ｖｏｌ. ２３ꎬ Ｎｏ. ３ (Ｓｕｍｍｅｒ １９９９)ꎬ ｐ.

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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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讨论范围内ꎬ 非营利组织 (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等同于非政府组织 ( Ｎｏｎ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ＮＧＯ)ꎮ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美国的联邦法律法规和学术界均把非营利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作为一个包含了 “非政府性” 意思在内的概念ꎬ 但在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 (ＵＳＡＩＤ)

的官方文献中ꎬ 非政府组织或 “民间志愿组织”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ＰＶＯ) 仍然作为

非营利组织的同义词使用至今ꎮ



法和司法机构等) 之外的个人志愿的和公开的 (非秘密的) 结社组织ꎬ
它们既不把营利作为其基本目标ꎬ 也不会把参与政治活动作为其基本目

标ꎮ”① 进入 ２０ 世纪之后ꎬ 非营利组织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ꎮ 作为美国公

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这些组织对美国社会、 经济、 政治生活ꎬ 特别是

国内公共政策的制定、 实施和调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ꎮ 随着非营利部门的

发展和美国越来越多地卷入国际事务之中ꎬ 特别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ꎬ 国际政治与国内问题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ꎬ 非

营利组织对美国外交事务和外交政策的关注和参与越来越多ꎬ 其影响也越

来越复杂ꎮ
非营利组织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ꎬ 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 一是这

些组织如何通过其活动和努力ꎬ 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讨论、 选择与调

整等 (包括议程设定、 政策选择、 对政策实施的监督与反馈ꎬ 以及改变

政治机制的长期优先目标和资源)ꎻ 二是美国政府如何利用或借重非营

利组织的活动来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ꎬ 或者说非营利组织如何影响了美

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或执行ꎮ 在这里ꎬ “影响” 不单单是指产生了某种具

体的结果ꎬ 如政策的形成或调整、 改变等ꎻ 它还包含对政策形成、 实

施、 调整或改变的过程的参与之意ꎮ 参与到政策制定或政策辩论过程之

中ꎬ 表达了自己的政策诉求ꎬ 尽管未能达致自身所追求的政策后果ꎬ 其

影响也不能被完全抹杀ꎬ 至少它可以促使决策者全面考虑不同的政策选

择ꎬ 经过权衡后做出自己的决定ꎮ 政策讨论是决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ꎮ “影响” 是一个完整的、 复杂的、 互动的社会心理过程ꎬ 其中既包

括施加影响的主体、 被影响的客体、 施加影响的过程和方式 (也就是主

客体之间的互动过程)ꎬ 也包括作为结果意义的影响ꎮ 在 “非营利组织

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这一问题中ꎬ 施加影响的 “主体” 是相关的非营

利组织ꎬ 被影响的 “客体” 包括美国政府有关官员 (包括总统、 国务

卿、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国防部长、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中央情报局

局长和国会议员、 驻外大使等对美国外交决策或外交政策改变具有影响

力的人)、 部门和机构 (包括国务院、 国防部、 国会及其他影响外交政

策的部门)ꎬ 以及二者间的互动及结果 (也就是主体的目标是否实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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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的政策是否因为主体施加的影响而改变ꎬ 以及多大程度上做出了调

整) 等ꎮ
本章集中从公共政策过程这一角度ꎬ 探讨非营利组织对美国外交政策

的制定和实施所施加的影响ꎬ 重点分析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ꎬ 非营利组织

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与制定的影响ꎻ 第二ꎬ 非营利组织在美国外交政策

实施过程中的影响ꎻ 第三ꎬ 非营利组织何以能够影响美国外交政策ꎬ 或曰

有助于非营利组织对美国外交施加影响的因素或条件ꎮ 在美国外交政策的

形成和制定方面ꎬ 重点考察智库在外交政策议题设定、 政策辩论、 目标确

定及政策选择等阶段的影响ꎻ 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方面ꎬ 主要考察非营

利组织如何参与到美国为其他国家提供发展援助、 促进其他国家民主转型

和开展人道主义救援等活动之中ꎬ 以促进美国外交政策目标之实现ꎮ 通过

对这些问题的考察ꎬ 可以丰富对美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认识ꎬ 也能深化对

美国公民社会的理解ꎮ

一　 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作用
———多元论、 精英论与寡头论

(一) 关于美国政治竞争过程的三种解释

从公共政策过程来看ꎬ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一般包括这样几个阶段: 议

程设定、 政策形成、 做出决策、 政策实施以及效果评估等ꎮ 政策制定首先

要求确定一个政策问题ꎬ 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有必要由国家干预的ꎬ 而且实

际上被列入公共行动认真思考的议程之中ꎮ 对列入这一议程中的问题ꎬ 政

府官员及与这些官员有密切联系的民众会进行认真考虑ꎬ 包括信息的收

集、 政策的表达与辩论等ꎮ 政策形成和决策阶段ꎬ 包括确立政策目标并考

虑实现目标的不同的行为选择ꎬ 被充分思考和表达的问题、 建议和要求等

转变为政府的计划ꎮ 决定采取某一行动方案ꎬ 并不能确保实际采取的行动

能够完全符合决策者的目标ꎬ 政策及其意图经常会被改变甚至被扭曲ꎬ 其

实施也可能被延误甚至被阻滞ꎮ 这样ꎬ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ꎬ 随着政策效果

的显现ꎬ 就必须对政策及行动计划进行重新评估ꎬ 做出调整或修改ꎬ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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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ꎮ① 当然ꎬ 因政策、 议题性质与时空背景等不同ꎬ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

决策过程都包含所有这些阶段ꎬ 各个阶段之间经常也没有截然的界限ꎮ 如

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Ｅ. 林布隆所言: “在某种程度上ꎬ 执行总会形成或

改变政策ꎮ”② “政策制定总是通过反复试验来进行的ꎬ 每当下一步修正上

一步的不充分之处时ꎬ 政策制定过程中每一步的实施就成了为下一步提供

信息反馈的主要来源ꎮ”③ 因此ꎬ 这里对公共政策过程的简单化划分更多

是出于行文便利ꎮ
公共政策过程就是政治竞争的过程ꎮ 对于美国政治竞争过程ꎬ 美国政

治学界存在两种对立的解释: 一种是占优势的多元论ꎬ 另一种是权力精英

论ꎮ 多元论认为ꎬ 社会包含着许多互相冲突的、 同政府官员有联系的群

体ꎬ 这些群体争相对政策的决定施加影响ꎮ 权力是分裂的ꎬ 没有一个群体

能支配政治竞赛ꎻ 权力或大或小地分散在许多群体———工会、 公司、 居民

群体和其他群体的手里ꎮ 虽然个别的人对政治不可能有太大的影响ꎬ 但他

们可以通过在各种群体中的成员地位获得影响力ꎮ 这种群体相互之间讨价

还价ꎬ 也同政府讨价还价ꎮ 讨价还价达成的妥协就成为公开的政策ꎮ④ 权

力精英论者认为ꎬ 社会是 “由联合起来的、 不代表人民的精英所统治

的􀆺􀆺这些掌权者并不代表社会上各种利益ꎮ 他们只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并

且不让出现不同观点ꎮ 美国政治不是相互之间保持权力平衡的多元群体的

集合体ꎬ 而是由没有异议的、 冷酷无情地控制政治竞赛的经济、 政治和军

事领袖组成的精英统治”ꎮ 在他们看来ꎬ “精英是通过他们成员占有的地

位来统治国家的”ꎮ “政治决策不是代表社会的一致意见ꎬ 而只是代表社

会内部的冲突ꎮ 社会结合在一起不是靠普遍的一致而是靠强力和控制: 精

英大多数人的控制ꎮ”⑤ 权力精英论代表人物、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社

会学、 心理学教授威廉􀅰多姆霍夫 (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ｏｍｈｏｆｆ) 在 １９６７ 年出版

４５４ 美国公民社会的运行与管理

①

②

③

④

⑤

Ｗｅｒｎｅｒ Ｊａｎｎ ＆ Ｋａｉ Ｗｅｇｒｉｃｈꎬ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ｙｃｌｅ”ꎬ ｉｎ Ｆｒａｎｋ Ｆｉｓｃｈｅｒꎬ Ｇｅｒａｌｄ Ｊ. Ｍｉｌｌ￣

ｅｒꎬ ａｎｄ Ｍａｒａ Ｓ. Ｓｉｄｎｅｙꎬ ｅｄｓ. ꎬ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ꎬ

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Ｇｒｏｕｐꎬ ＬＬＣ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４３ －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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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ꎬ 第 ２１３ 页ꎮ



的 «谁统治美国? 权力、 政治与社会转变» 一书中的核心观点是: 美国

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被精英所有者阶级操控着的ꎮ 他指出ꎬ 美国的

“政策规划过程开始于企业的会议室、 社会俱乐部和非正式的讨论ꎬ 在这

里问题被视为应该通过新政策解决的议题ꎻ 结束于政府ꎬ 在这里政策成为

法律并得以实施ꎮ 然而ꎬ 在二者之间ꎬ 各种能够在促使议题更加清晰和权

衡各种政策选择时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和机构构成了一个复杂网络ꎮ 这一网

络有三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基金会、 智库和政策讨论团体􀆺􀆺组成政策

规划网络的这三种组织是相互交织的ꎬ 企业界是共同的指导者 ( ｄｉｒｅｃ￣
ｔｏｒｓ) 和资助者”ꎮ①

这两种对立的理论ꎬ 对美国国家政策形成过程都有一定的解释力ꎬ 也

都有其局限性ꎮ 美国是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ꎬ 公民社会非常发达ꎮ 来自各

种宗教、 各种族裔、 各个行业、 各个阶层的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在法律许可

的范围内表达意见和诉求ꎬ 进行着影响力的竞争ꎬ 以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

过程ꎮ 无论是多元论者ꎬ 还是权力精英论者ꎬ 都未把美国公共政策的形成

视为一种简化了的线性过程ꎬ 而是视之为一种复杂的、 各种因素和力量互

动、 冲突、 妥协的过程ꎮ 不同之处是ꎬ 多元论者把注意力集中于 “直接

决策者”ꎬ 即总统、 国会和法院的活动ꎮ 他们考察到这些政府分支相互之

间在制定具体政策和计划时的竞争、 讨价还价和妥协ꎬ 以及各政党、 利益

集团和选民对直接决策者的决策行为的影响ꎬ 但忽视了直接决策者之外的

议程设定、 政策辩论等内容ꎮ
类似于权力精英论ꎬ 美国政治学家托马斯􀅰戴伊在 «谁掌管美国»

一书中详细考察了美国掌权阶层的规模、 各社会机构的领导人物 (包括

企业董事、 政府领导层、 新闻决策人及民间权势集团)、 上层人物的相互

兼职与专业化ꎬ 以及社会机构领导人物之间的矛盾与一致等问题ꎬ 提出了

“关于制定国家政策的寡头论模式”ꎮ 戴伊指出:
“对国家政策进行调查、 研究、 规划、 组织、 贯彻等方面所需的资

金ꎬ 最初来自企业和私人财富ꎮ 这笔钱被分配到各基金会、 大学和政策规

划组织ꎮ 企业界代表和大富翁在这些机构的理事会中行使最终决定权ꎮ 因

此ꎬ 基金会提供了 ‘种子钱’ꎬ 用来分析社会问题ꎬ 决定国家的轻重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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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ꎬ 调查新的政策方向ꎮ 各大学和学者们按照基金会确定的调研重点ꎬ 写

出符合这些预先确定为重点的研究报告ꎮ 有影响的政策规划组织ꎬ 特别是

对外关系委员会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经济发展委员会 (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ＣＥＤ) 和布鲁金斯学会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ꎬ 也可以雇用大学研究班子来分析国家面临的问题ꎮ 但是这些机构

更为重要的职能是ꎬ 使掌权人物之间达成一致意见———把各企业、 金融机

构、 大学、 基金会和高级律师事务所的最上层人物ꎬ 以及著名的学者、 新

闻机构的负责人和政界有影响的人物的意见ꎬ 都汇集到一起ꎮ 他们的任务

是形成行动建议ꎬ 即得到掌权阶层普遍支持的明确的政策建议ꎮ 然后ꎬ 这

些建议直接递交ꎬ 或通过新闻机构传送给 ‘直接决策者’ꎮ 这时ꎬ 联邦政

府各部门便开始着手 ‘研究’ 基金会和政策规划组织所建议的各种可供

选择的政策方案ꎮ 因此ꎬ 各政府机构的主要任务ꎬ 是把先前确定的政策方

向加以具体化ꎮ 联邦政府各部门同学者、 基金会负责人最后和政策规划组

织的代表取得联系ꎬ 拟订具体的立法提案ꎬ 接着将这些提案分送 ‘直接

决策者’ꎬ 特别是白宫和国会各委员会的工作班子传阅ꎮ
联邦一级的立法程序按照 ‘多元’ 政治理论的概述ꎬ 包括讨价还价、

竞争、 游说和妥协几个阶段ꎮ 但是ꎬ 这种相互作用是发生在政策制定程序

业已确立、 政策变化的主要方向已经确定之后ꎮ 直接决策者的决断并非不

重要ꎬ 但是这种决断往往主要涉及贯彻国家政策的方法而不是目标ꎮ”①

威廉􀅰多姆霍夫特别强调了政策倡议与政策实施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

网对政策过程的重要性ꎮ 在托马斯􀅰戴伊看来ꎬ 美国国家政策的制定也是

一种复杂的系统过程ꎬ 直接决策者 (指总统、 国会、 白宫班子ꎬ 以及各

利益集团) 做出决断之前的政策议程设定、 议题讨论、 政策选择等对这

一政策过程中来说是更为根本的问题ꎮ 威廉􀅰多姆霍夫和托马斯􀅰戴伊关

于美国国家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ꎬ 都超越了多元论者关注的重点ꎮ 他们都

把美国国家政策制定过程视为各种组织、 力量相互争论、 竞争、 讨价还

价、 妥协和相互影响的复杂过程ꎬ 直接决策者的决策只是政策形成的最后

阶段ꎬ “往往主要涉及贯彻国家政策的方法而不是目标”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形形色色的非营利组织都会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并施加影响ꎮ 尽管不同理

论对美国政治竞争过程的解释有所不同ꎬ 但也都不同程度地触及非营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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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ꎬ 为进一步研究非政府组织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ꎮ

(二) 非营利组织影响美国外交的文化与制度因素

与其他国家的情况相比ꎬ 非营利组织在美国能够对外交产生的影响似

乎更加突出ꎮ 有两大因素使得它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外交ꎮ
１􀆰 社会文化因素有助于非营利组织对美国外交施加影响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ꎮ 早期移民经过艰辛的长途跋涉ꎬ 从欧洲大陆来

到新大陆的蛮荒之地ꎮ 面对恶劣的生存条件ꎬ 移民们需要合作战胜各种困

难ꎬ 合作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ꎮ 于是自发组织起一些互助组织ꎬ 相互支

持ꎮ 在共同的生活、 交往、 殖民、 开拓和发展过程中ꎬ 来到新大陆的移民

中间形成了一种结社传统、 志愿精神和公益精神ꎬ 因为他们坚信ꎬ 符合他

者利益的ꎬ 也会符合自身的利益ꎮ 即便是新近进入美国的移民ꎬ 也经常要

通过互助来实现和面对各种挑战和问题ꎮ
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形成的这种结社传统、 志愿精神和公益精神ꎬ 是后

来非营利组织得以在美国广泛发展的社会文化原因ꎮ 这种精神反映了美国

人的精神面貌ꎬ 体现了美国人的公益与私利的完美结合ꎮ 依赖民众自己的

力量去应对和解决一些问题ꎬ 是普遍存在于美国社会中的一种信念ꎮ 宗教

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是非常强大的ꎬ 它在组织和凝聚民众、 社会公德和价

值观的形成、 传播与延续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ꎻ 它在不断宣扬、 传播

耶稣基督的 “爱” 和 “奉献” 的精神ꎬ 使志愿精神在美国社会中拥有深

厚的社会基础ꎮ
美国人的这种志愿精神和公益精神ꎬ 也折射到他们对世界事务的看法

之中ꎮ 许多非营利组织就是在这种精神指引下成立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活

动的ꎮ 它们关注和致力于解决世界范围的贫困与发展、 战争与和平、 环境

保护、 传染病防治、 妇女权益、 灾难救援、 人权与民主发展等问题ꎬ 追求

人类的 “民主” “自由” “和平” 与 “繁荣”ꎬ 给自己的使命和目标赋予

了崇高的道义色彩ꎮ 它们把实现这种使命和目标理解成一种正义的事业、
利他的事业、 符合全人类利益的事业ꎬ 因而从根本上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事业ꎮ
２􀆰 非营利组织影响美国外交的制度基础

美国宪法赋予总统广泛的行政权力ꎬ 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在对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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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制定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ꎮ 国会也掌握着相当重要的外交权ꎮ 美国宪法

规定ꎬ 总统是美国武装力量总司令ꎬ 有权与其他国家谈判缔结条约ꎬ 还握

有驻外使节的人事任免权ꎮ 但同时ꎬ 美国宪法也规定ꎬ 总统代表美国谈判

签署的国际条约ꎬ 须经出席参议员 ２ / ３ 多数的批准ꎻ 总统任命驻外使节ꎬ
须经参议院的同意ꎮ 这样的制度安排ꎬ 使得国会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
形成及实施过程中也经常发挥重要作用ꎮ 行政部门和国会在制定政策ꎬ 特

别是确定联邦开支等方面都发挥着作用ꎮ 行政部门提出的年度开支水平必

须由国会拨款ꎬ 它有可能会被削减、 增加、 修改或者弃置ꎮ 因此ꎬ 国会不

但在决定开支的数量方面ꎬ 还在这些开支的使用方面发挥了积极、 广泛的

作用ꎬ 进而会进一步对他们所资助的项目进行监管ꎮ 国会有时还会要求联

邦政府开支用于其成员及他们的选民支持的特定行动ꎮ① 国会在美国政治

中保持着强大的权力ꎬ 而且容易受到外部影响ꎮ 国会在美国决策过程中的

角色和影响ꎬ 不但扩大了参众两院议员对决策过程的介入ꎬ 也让许许多多

非营利组织、 私人团体及与国会议员们有密切关系的个人能够介入决策过

程ꎮ 一旦行政部门不接受他们所赞同的政策ꎬ 他们就会从国会议员那里寻

求支持ꎬ 在立法和立法报告中明确规定用于特定项目的开支并做出指令ꎮ
这样ꎬ 国会、 甚至是那些私人团体和那些与国会议员有密切关系的个人ꎬ
有时就成为行政部门制定或采取某些外交政策的推手ꎮ 虽然宪法对美国政

府各部门外交权做出了划分ꎬ 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ꎬ 并不是由这些相关

的政府部门按照宪法的权力划分简单做出的ꎮ 艾伦斯􀅰蒂尔曼 (Ａａｒｏｎ
Ｓｔｅｅｌｍａｎ) 说: “政策制定是一个杂乱的过程ꎬ 是社会科学家做了很多工

作试图解释但可能永远无法完全理解的过程ꎮ”② 与所有公共政策过程一

样ꎬ 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也是各个相关的部门、 组织或个人共同参与、 相互

作用的过程ꎮ 来自各种宗教、 各种族裔、 各个阶层的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在

美国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表达其意见和诉求ꎬ 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过程产生某

种影响ꎮ
非营利组织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ꎬ 体现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的各

个阶段ꎮ 非政府组织对美国外交政策形成过程的参与ꎬ 也经历了一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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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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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过程ꎮ 随着非营利组织自身的发展、 全球化进程的深化ꎬ 以及美国

日益深入、 广泛地卷入国际事务ꎬ 它们对国际事务及美国外交政策的关

注、 参与也越来越多ꎬ 影响日益广泛ꎮ

(三) 非营利组织对美国外交影响之概观

在美国ꎬ 大约有 ２３０ 万个非营利组织ꎮ① 其中一些组织关注的问题包

括对外政策、 选举、 环境、 医保、 妇女权利、 经济发展及其他议题ꎬ 为这

些问题的解决提供政治支持ꎻ 还有许多组织活跃在无关政治的领域ꎬ 如植

根于共同宗教信仰的志愿组织等致力于救助弱势群体的组织ꎮ 随着美国非

营利部门的壮大ꎬ 很多非营利组织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的关注越来

越多ꎮ 除了研究型非营利机构 (如智库、 基金会等) 外ꎬ 关注环境、 发

展、 减贫、 人权、 民主、 国际冲突等问题的非营利组织也更加活跃地卷入

到涉及国际事务的活动中ꎮ 世界各地不断发生的自然和社会灾难ꎬ 也让美

国许多公益慈善类非营利组织卷入国际关系之中ꎮ
对众多非营利组织进行准确分类是非常困难的ꎬ 因为有的非营利组织

只关注一个或一类议题ꎬ 而有的关注的议题非常广泛ꎻ 有的是研究型的、
倡议型的ꎬ 有的是运作型的ꎬ 还有一些研究型和倡议型非营利组织同时也

开展运作型非营利组织开展的活动或项目ꎻ 有的是独立运作的ꎬ 有的虽号

称是独立运作但经常依赖政府或企业的合同ꎬ 与政府或企业有着密切联

系ꎻ 有的是宗教性的或有宗教背景的ꎬ 有的是世俗性的ꎬ 但它们可能又关

注同样的议题ꎮ
不同的非营利组织能够对美国外交产生的影响经常是不同的ꎮ 在不同

的时空环境下ꎬ 针对不同的议题ꎬ 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的不同

阶段ꎬ 不同的非营利组织往往会利用美国权力划分的特点ꎬ 利用各种途径

或方式ꎬ 就各自关心的议题表达自己的政策诉求ꎻ 或诉诸民众以影响舆

论ꎬ 或直接对行政部门和国会施加其影响ꎮ
１􀆰 基金会主要通过各种间接方式影响美国外交

基金会在美国的发展历史悠久ꎬ 数量众多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仅捐赠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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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就有 ８６１９２ 个ꎬ 拥有资产 ７１５０ 亿美元ꎬ 提供的资助总额达到 ５２０ 亿美

元ꎮ① 目前ꎬ 美国 １０００ 多家最大的捐赠型基金会中ꎬ 有 ６０％ 多开展各种

形式的国际活动ꎮ 它们活跃在世界各个角落ꎬ 试图解决从和平与安全、 经

济发展及公共卫生到教育、 环境、 移民、 人道主义援助、 难民救济及政治

支持等各种各样的问题ꎮ② 在众多关注国际事务或参与国际交流活动的基

金会当中ꎬ 具有重要影响和较多媒体报道的包括: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洛克菲勒基金会 (Ｒｏｃｋｅｆｅｌ￣
ｌｅ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福特基金会 (Ｆｏｒ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麦克阿瑟基金会 (Ｍａｃ￣
Ａｒｔｈｕ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凯洛格基金会 (Ｗ. Ｋ. Ｋｅｌｌｏｇｇ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安德鲁􀅰
梅隆基金会 (Ａｎｄｒｅｗ Ｗ. Ｍｅｌｌｏ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索罗斯系列基金会等ꎮ

基金会能够对美国外交产生影响ꎬ 首先是基于基金会的创始人和领导

者们 (包括董事会的董事们) 对世界的敏锐观察和他们的远见卓识ꎮ 他

们本身都是社会精英ꎬ 或者是曾任政府高官ꎬ 或者是学界领袖ꎬ 或者商业

巨头ꎬ 等等ꎮ 他们对美国社会思潮和民意走向、 美国在外交和国际领域面

临的长期挑战或问题有自己的独特理解ꎮ 这些都会决定基金会对国际问题

的资助和支持的方向ꎮ 基金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以下方式

实现的ꎮ
第一ꎬ 通过资助美国智库、 大学的院、 系、 研究中心等的国际关系学

科发展与国际问题研究项目ꎬ 推动对国际问题及其他国家历史、 政治、 文

化、 经济等的全面了解ꎬ 为外交政策制定提供知识和学术基础ꎮ 比如ꎬ 洛

克菲勒基金会早期资助的研究机构有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的研究部、 太平洋

关系学会美国理事会等ꎮ 它还资助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学院建立了俄罗斯

研究所ꎮ １９６２ 年ꎬ 福特基金会资助美国大西洋理事会ꎬ 设立了关于美国

与欧洲盟国关系和对华政策等问题的研究项目ꎮ 美国企业研究所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因得到福特基金会在 １９７２ 年提供的一笔捐赠而开

始迅速发展ꎮ 卡内基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等 １３ 所大学加强了对欧洲、 日

本、 近东和东南亚的教学与研究ꎮ 这些基金会的资助ꎬ 大大促进了相关智

库、 研究机构和大学相关院系的发展ꎬ 提高了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学术水

０６４ 美国公民社会的运行与管理

①

②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０６.

Ｈｅｌｍｕｔ Ｋ. Ａｎｈｅｉｅｒ ＆ Ｄａｖｉｄ Ｃ. Ｈａｍｍａｃｋꎬ ｅｄ. 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Ｒ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２０５.



平ꎬ 为外交政策制定提供了知识和学术基础ꎮ
第二ꎬ 资助世界其他国家大学及科研院所的社会科学及国际问题等学

科的研究ꎬ 推动和资助这些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学术、 文化与人员交流ꎬ 传

播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ꎬ 发挥民间外交的功能ꎮ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就是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建立

的ꎬ 它成立后很快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ꎮ 从 １９１５ 年到 １９４９ 年ꎬ
洛克菲勒基金会大量捐助中国医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ꎮ 中国改革开放以

来ꎬ 福特基金会对中国的美国研究的资助促进了中国美国学研究的水平ꎮ
一些美国基金会曾提供资助、 帮助苏联的高等院校、 研究机构和图书馆进

行改革和现代化ꎮ 所有这些都会促进国际学术发展及其他国家与美国之间

的相互了解ꎬ 进而对美国外交产生间接但深厚的影响ꎮ
第三ꎬ 基金会还经常会开展一些可能会直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项

目ꎮ １９３９ 年ꎬ 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 ６０ 万美元ꎬ 通过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

开展了一项 “战争—和平研究计划”ꎮ 这项研究一直持续到 １９４５ 年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ꎬ 每年都提出报告ꎬ 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参考ꎮ 这些意见

不但为国务院采纳ꎬ 也为国防部、 海军部和财政部所接受ꎬ 与战后美国实

际的外交政策也基本吻合ꎮ① １９５６ 年ꎬ 洛克菲勒基金会组织 １００ 多名各个

领域的一流专家、 政府官员和企业家ꎬ 就美国内政外交各方面的问题进行

了全面深入的研究ꎬ 成果以对策性报告的形式出现ꎬ 并于 １９６１ 年结集出

版ꎬ 题为 «美国的前景: 洛克菲勒专题小组报告»ꎮ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冷

战关键时刻、 美国面临诸多挑战的情况下组织资助这些研究ꎬ 目的是

“定出美国今后 １０—１５ 年中将要遇到的问题和机遇ꎻ 澄清应付这些挑战时

应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家目标ꎻ 建立一种概念和原则的框架作为国家政策和

决定的基础”ꎮ②

基金会的这些资助活动或者直接的研究活动ꎬ 促进了国际问题领域的

研究和学术发展ꎬ 或者在政策议程设定方面ꎬ 或者在政策制定方面ꎬ 间接

甚至直接影响了美国外交ꎮ 道格拉斯􀅰邦德评论道: “基金会所能起到的

最好的作用ꎬ 是发现和资助某些有可能成为政府所采用的思想ꎬ 并使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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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ꎮ 􀆺􀆺政府受着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掣肘ꎬ 以致不能把精力和财力用于培

育新的思想ꎬ 资助新的创造发明基金会的任务是要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目

标ꎬ 并为较长远的目的而牺牲眼前的目标ꎮ”①

２􀆰 人权组织与美国的 “人权外交”
自卡特政府以来ꎬ 美国历届政府都比较重视 “人权外交”ꎬ 利用他国

人权问题谋求自身的现实利益ꎬ 传播美国的价值观ꎮ 人权组织关注的议题

非常广泛ꎬ 包括劳工权利、 雇佣童工、 政治迫害、 言论自由、 反人类罪

行、 种族清洗、 大规模暴力冲突、 刑讯逼供、 妇女权利、 种族歧视、 人口

贩卖ꎬ 等等ꎮ
有些非营利人权组织ꎬ 由于其活动的草根性和各组织之间的广泛

联系ꎬ 使得它们能够深入其他社会的各个角落ꎬ 通过在其他国家和地

区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ꎬ 获取了关于当地人权状况的第一手信息ꎬ
发现和研究存在的人权问题ꎬ 形成和发布关于这些国家人权状况和人

权问题的、 具有相当权威性或被其他组织或政府认可的人权问题报

告ꎮ 像 “自由之家” “大赦国际” 等人权组织ꎬ 经常以其所谓独立

性、 中立性和专业性的立场ꎬ 就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或发生的侵犯人

权的问题发布相关报告ꎬ 或者向美国政府有关部门提供这些国家人权

状况的信息ꎮ 这些报告往往会成为美国政府制定政策、 表达意见时的

重要参考或依据ꎮ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国别人权报告或类似报告ꎬ 其中

就有非营利组织的参与ꎮ 比如美国国务院发布的 ２０１１ 年 «人口贩运

问题报告» ꎬ 非营利组织就以多种方式参与到报告形成过程之中ꎮ② 有

时ꎬ 行政部门也会就相关问题直接咨询人权组织的代表ꎬ 征求他们的

意见ꎮ
有些人权组织还会作为某些政策主张的倡议者 (支持者或反对者)ꎬ

以各种方式向美国政府行政部门施压ꎬ 以促其采取或改变某些外交政策ꎮ
它们经常直接致信总统、 国务卿或者相关的决策者ꎬ 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或

改变某些政策ꎻ 或者致信游说国会议员ꎬ 参与国会作证ꎬ 影响国会立法ꎬ
迂回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ꎮ 比如ꎬ 在南非总统德克勒克 (ｄｅ Ｋｌｅｒｋ) 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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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种族隔离制度后ꎬ 促进法定公民权利律师委员会 (Ｌａｗｙｅｒｓ’ Ｃｏｍｍｉｔ￣
ｔｅｅ ｆｏｒ 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Ｌａｗ) 的南非项目为国会议员和人权团体准备了

报告ꎬ 并游说美国国务院继续对南非保持压力ꎬ 以促其兑现承诺ꎮ① １９９８
年印度尼西亚开启民主化进程之后ꎬ 美国一些人权组织ꎬ 如东帝汶与印度

尼西亚行动网络 (ＥＴＡＮ) 等ꎬ 为推动印尼改善人权状况、 实现军政关系

民主化改革ꎬ 不断就有关问题直接向美国总统、 国务卿、 国防部长和负责

东亚事务的一些层级较低的美国官员表达意见ꎻ 还积极游说和影响国会议

员ꎬ 以立法形式约束美国对印尼的军事援助及两国军事关系ꎮ 为最大限度

地扩大其影响ꎬ 这些关注人权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组织还经常通过街

头抗议或投书媒体的方式ꎬ 直接批评政府的政策ꎬ 诉诸民众ꎬ 制造舆论ꎬ
放大自己的声音ꎬ 引起社会和决策者的关注ꎻ 它们还建立起联系网络ꎬ 针

对共同关注的问题开展联合行动ꎮ 通过这些方式ꎬ 这些人权组织对美国政

府的相关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它们还常常直接向其他存在人权问题的国

家施加压力ꎬ 这也会实际上影响到美国外交政策ꎮ 关注人权问题的非政府

组织还经常开展一些旨在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培训项目ꎮ
此外ꎬ “旋转门” 现象在人权组织与美国政府之间也比较常见ꎮ 比

如ꎬ 克林顿政府时期ꎬ 负责人口、 难民和移民问题的助理国务卿朱丽娅􀅰
塔夫特 (Ｊｕｌｉａ Ｔａｆｔ)ꎬ 在出任助理国务卿之前就曾任 “联合行动” 组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领导人ꎻ ２００９ 年奥巴马就任总统后ꎬ 曾任 “人权观察” 组

织首席营运官的苏赞􀅰诺赛尔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Ｎｏｓｓｅｌ) 出任国务院负责国际组

织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起ꎬ 诺赛尔又出任美国 “大赦国际”
执行主任ꎮ 这种情况有助于提升人权组织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ꎬ 也有助

于直接决策者对民意的理解和把握ꎮ
３􀆰 智库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最直接的非营利组织

关注和研究国际问题的智库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最直接的非营利组

织ꎮ 这些智库集中了众多研究美国外交与国际问题的专家、 学者和前政府

官员ꎬ 他们以各种形式把研究成果推销出去ꎬ 经常会就各自研究的外交与

国际问题向政府或多边组织提供政策建议和政策咨询ꎬ 应邀到国会作证ꎬ
直接影响行政部门官员、 国会议员及其助理等直接决策者ꎻ 或者是通过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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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宣传自己的思想和学说ꎬ 发起或影响政策辩论ꎬ 影响社会思潮和民意走

向ꎬ 形成舆论ꎬ 进而影响相关的国会议员、 行政部门决策者或相关人士ꎬ
间接影响外交政策ꎮ 基金会和智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ꎬ 主要是在议程

设定、 政策争论和政策形成等阶段产生作用ꎮ 美国政治中的 “旋转门”
现象在智库和政府之间更为普遍ꎬ 这更能体现智库对美国外交的直接

影响ꎮ
４􀆰 作为美国外交政策执行者的非营利组织

与上述非营利组织不同ꎬ 还有一些组织实际上扮演了美国外交政策执

行者的角色ꎬ 主要是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关

注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和民主问题的非营利组织ꎬ 虽然具有独立的法律

地位ꎬ 但也经常接受政府的合同ꎬ 参与美国政府的对外援助项目或 “民
主扩展” 项目ꎻ 有的是半政府性质的ꎬ 虽相对独立地开展活动ꎬ 但其活

动经费直接来自国会或行政部门的预算拨款ꎮ 它们经常直接与美国国务

院、 国际开发署、 驻外使领馆展开合作ꎬ 成为美国政府实现其对外政策目

标的合作伙伴ꎬ 也成为这些政策的具体执行者ꎮ 关注其他国家灾难救援、
冲突解决及冲突后重建等问题的非营利组织ꎬ 也经常与美国政府合作ꎬ 成

为美国政府政策的执行者和实施者ꎮ 它们的活动体现着它们对美国外交的

影响ꎬ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相关政策的效果与成败、 发展与变化ꎮ
非营利组织经常标榜其独立性ꎬ 但实际上经常无法避免其活动的政治

化倾向ꎮ 一方面ꎬ 这是国际环境使然ꎮ 在国际竞争和争夺的背景下ꎬ 非营

利组织的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ꎮ 它们开展的活动ꎬ 不可避免地会反映

国际冲突的现实、 反映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理念ꎮ 这在冷战期间及

“９􀅰１１” 之后表现得特别明显ꎮ 另一方面ꎬ 产生和成长于某一特定社会

中的非营利组织开展活动的目标和意图ꎬ 必然会反映它们所植根其中的社

会的意识形态、 价值观念和政治倾向ꎮ 当它们与对象国的社会接触时ꎬ 就

无法真正保持独立和中立了ꎬ 政治化问题难以避免ꎮ 再就是ꎬ 有些非营利

组织接受政府部门的资助ꎬ 与美国政府进行着密切合作ꎬ 本身就会受政府

部门的各种制约ꎮ 这些非营利组织的成立ꎬ 就是服务于美国政府的外交政

策目标的ꎬ 是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重要工具ꎮ
总的来说ꎬ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部门不同ꎬ 它们无法依靠经济资源或军

事力量ꎬ 更多是通过收集信息、 放大边缘化的声音、 塑造议题、 动员公众

舆论、 进行道德劝说等方式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或调整施加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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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实际上扮演着美国对外政策具体执行者角色的非营利组织来说ꎬ
也只有通过与政府部门的合作ꎬ 它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才能发生ꎮ

二　 智库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

智库会聚了一大批具有良好学术素养、 知识广博、 研究美国外交与国

际问题的专家和学者、 具有实际外交工作经验的前外交官或曾在其他政府

部门服务过的前官员或国会议员ꎬ 以及具有国际经验和视野的商界精英ꎮ
对涉及美国外交的很多议题的深入研究和丰富的实践经验ꎬ 使他们能够准

确把握美国外交及国际政治中存在的问题ꎬ 对美国外交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展开深入的讨论ꎬ 对潜在的问题有所预见并且有前瞻性的把握ꎬ 对现行的

政府政策和项目进行评估和分析ꎬ 不断生产出一些新知识ꎬ 提出一些新思

想、 新理论、 新见解ꎮ 通过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知识产品生产ꎬ 为美国政

界、 商界精英及广大公众提供相关信息ꎬ 直接、 及时地引导美国外交政策

辩论ꎬ 引领舆论ꎬ 从而影响民意走向ꎬ 形成有见地的政策建议ꎮ 智库影响

美国外交政策ꎬ 关键在于生产出好的知识产品ꎬ 包括新理论、 新思想、 新

见解和可行的政策建议ꎬ 并有效地传递给 “实际决策者”ꎬ 最终形成政

策ꎮ 本节将通过对智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式及对其影响的简单评估ꎬ
从总体上对非政府组织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机制和路径做一分析ꎮ

(一) 美国智库的历史发展

智库是进行公共政策研究、 分析、 提供政策建议的独立的非营利组

织ꎮ 与大学进行的理论和方法方面的争论不同ꎬ 智库的研究更贴近现实的

政策ꎮ 而政府官员忙于日常决策的具体事务ꎬ 无暇思考更广泛的美国政

策ꎮ 这样ꎬ 智库作为 “没有学生的大学”ꎬ 就在思想的世界与行动的世界

之间ꎬ 也就是在学术界与政府之间架起了桥梁ꎮ “智库” 一词在美国最早

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ꎬ 其起源可追溯到美国进步主义时代公司慈善

事业的传统ꎮ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从事外交政策与国防战略及当前政治、
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与分析的研究机构也都被称为智库ꎮ

智库在美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和 ８０ 年代ꎮ 尤其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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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到 ８０年代ꎬ 美国智库数量大增ꎬ 平均每年增加 ３５ 个ꎮ① １９１０ 年由匹

兹堡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建立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美国第一个

专注于外交事务的智库ꎮ １９１９ 年由胡佛建立的胡佛战争、 革命与和平研

究所也是重点关注国际事务与美国外交问题ꎮ １９２１ 年ꎬ 一批学者、 银行

家、 律师建立了对外关系委员会 (ＣＦＲ)ꎬ 也以外交及国际事务为关注重

点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ꎬ 美国决策者更加需要智库的洞察力和专业研究ꎬ
以帮助他们制定出一贯和适当的国家安全政策ꎮ 这一阶段发展起来一些合

同研究型智库ꎬ 它们以合同的形式直接接受美国政府部门的资助ꎮ 最初在

空军资助下建立的兰德公司是其中的典型代表ꎮ 哈德森研究所和都市研究

所也都是主要依靠政府部门合同的智库ꎮ 它们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解决决策

者特定的关注ꎮ 虽然依赖政府合同ꎬ 大多数研究和政策分析是为政府机构

做出的ꎬ 其研究议程一般由政府机构制定ꎬ 研究成果属于提供合同的政府

机构ꎬ 未经相关政府机构同意ꎬ 研究成果不得公开传播ꎬ 但它们依然属于

具有较强独立性的非营利组织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之后ꎬ 出现了一些倡议型

智库ꎮ 它们把政策研究与积极的市场营销技术结合起来ꎬ 积极卷入了美国

的政策辩论ꎮ １９６２ 年建立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ＣＳＩＳ)、 １９７３ 年建立的传统基金会 (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和 １９７７ 年建立的凯托研究所 (Ｃａｔ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都属于这一类ꎮ
后来ꎬ 一些卸任领导人为在美国内政和外交方面留下他们的遗产ꎬ 建立了

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智库ꎬ 如卡特中心 (Ｃａｒｔｅｒ Ｃｅｎｔｅｒ)、 尼克松和平与自

由中心 (Ｎｉｘ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 等ꎮ
２０１４ 年美国共有非营利性智库 １８３０ 家ꎬ② 其中大约一半是附属于大

学的研究机构ꎬ １ / ３ 设在首都华盛顿ꎬ 全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智库也基本

集中在这里ꎮ 那些既不隶属于学术机构ꎬ 也不隶属于政党或利益团体的属

于独立智库ꎮ 排名最前的 ２５—３０ 个智库的研究议程非常广泛ꎬ 涵盖了国

内和国际两方面的政策议题ꎮ 不过ꎬ 从 １９８０ 年起建立的大多数智库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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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ａｍｅｓ Ｇ. ＭｃＧａｎｎꎬ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ｄｖ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ꎬ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ａｎｄ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８ － １０.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 “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公布的报告中的数字ꎮ 见: Ｊａｍｅｓ Ｇ. ＭｃＧａｎｎꎬ ２０１４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 Ｉｎｄｅｘ Ｒｅ￣

ｐｏｒｔꎬ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２０１４ꎬ ＴＴＣＳＰ Ａｌ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ｓｅｒｖｅｄꎬ Ｍａｒｃｈ

１ꎬ ２０１５ꎮ



业性的ꎬ 往往只关注一个议题ꎮ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麦甘 ( Ｊａｍｅｓ ＭｃＧａｎｎ) 把智库大致分为三种基

本类型: 把资源集中于学术性政策研究的传统智库ꎻ 既进行研究、 政策分

析又进行公众宣传的、 既思考又行动的智库ꎻ 重新包装和传播其他智库的

思想和政策建议的行动型智库ꎮ 实际上ꎬ 很难在这三种智库之间划出清晰

的界限ꎮ 在众多美国智库中ꎬ 大多数是独立、 超党派的非政府组织ꎬ 享有

学术、 财政和法律上的独立地位ꎻ 还有一些隶属国会、 政府部门、 大学和

企业的智库ꎮ １９１４ 年建立的国会研究部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ＣＲＳ) 本质上是联邦政府举办的一个大型综合性智库ꎬ 只不过它是国会所

属机构ꎬ 为国会议员和其他联邦机构提供独立、 超党派的研究服务ꎮ 而像

１９４６ 年建立的斯坦福研究所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则是营利性智

库ꎮ １９８９ 年建立的进步政策研究所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是民主党

领导力委员会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Ｃｏｕｎｃｉｌ) 的研究部门ꎬ 是附属于民

主党的智库ꎮ
关注和研究国际问题的智库在美国外交政策议程的设定、 外交政策辩

论与政策选择等方面的影响ꎬ 是其他非政府组织无法比拟的ꎮ 公认对美国

外交政策影响较大的智库有: 布鲁金斯学会ꎬ 对外关系委员会ꎬ 传统基金

会ꎬ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ＣＳＩＳ)ꎬ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ꎬ 兰德公

司 (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ꎬ 企业研究所ꎬ 美国和平研究所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ꎬ 胡佛战争、 革命与和平研究所 (Ｈｏｏｖ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Ｗａｒꎬ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ꎬ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Ｐｅｔｅｒ Ｇ.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凯托研究所ꎬ 美国进步中心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ꎬ 政策研究所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以及健

全经济公民委员会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ｆｏｒ ａ Ｓｏｕ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等等ꎮ

(二) 智库影响美国外交的主要方式

智库把其学术研究、 政策分析等成果信息充分发布出去ꎬ 才可能产生

影响ꎮ 很多智库通常会投入大量的精力和钱财去推销学者的成果ꎬ 以使它

们得到广泛传播ꎮ 简单来说ꎬ 智库传播其研究成果、 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

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１􀆰 举行各种会议和活动

智库经常定期举办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或国际问题的各种形式的讨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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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举行研讨会、 研讨班、 演讲会、 学术会议、 专家座谈或发布会等ꎮ 像

纽约的对外关系委员会ꎬ 每年都要举行数百场这样的活动ꎮ 在首都华盛

顿ꎬ 像布鲁金斯学会、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传统基金会、 战略与国际

问题研究中心、 企业研究所、 凯托研究所、 和平研究所等较大且有影响的

智库ꎬ 每年也都会举行大量类似的研讨会等活动ꎮ 比如ꎬ 从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到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ꎬ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共举行类似活动 ２８６８ 场 (数据

系根据 ＣＳＩＳ 网站信息统计得出)ꎻ 从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到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ꎬ 卡内基

国际和平基金会共举行类似重要活动 ９５４ 次 (数据系根据卡内基国际和

平基金会信息统计得出)ꎮ 即便是一些规模和影响相对较小的智库ꎬ 也会

经常举行类似的活动ꎮ 这些活动有的是向公众或受邀人士开放的ꎬ 有的是

不向公众开放的内部研讨ꎮ 参加这些活动的人士ꎬ 既有相关领域的专家、
媒体记者、 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 政府官员或工作人员ꎬ 也有对活

动所讨论的问题感兴趣的普通公众ꎮ 通过这些活动ꎬ 可以检验重要的政策

议题ꎬ 向国会议员、 行政部门官员和媒体人士等传播政策建议ꎬ 为决策者

和公众做出政策反馈提供重要平台ꎮ 各种不同观点可以在这些活动中得到

表达和充分讨论ꎮ 经过充分理性讨论和思想的碰撞而形成的外交政策ꎬ 才

更可能得到美国社会各界和普通民众的广泛支持ꎬ 它得到成功实施的可能

性也会更大ꎮ
２􀆰 出版专业研究成果

美国一些大智库ꎬ 如布鲁金斯学会、 城市研究所、 威尔逊中心等ꎬ 经

常同时拥有自己的出版社ꎬ 出版发行相关各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论

著ꎮ 比如ꎬ 从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１１ 年ꎬ 对外关系委员会出版关于美国外交与国

际问题方面的专著 １１８ 部 (见表 ９ － １)ꎬ 发布关于美国外交与国际问题的

各类报告 ２５６ 个 (见表 ９ － １)ꎻ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专著 １０２ 部ꎬ
各类报告 ２４０ 篇 (见表 ９ － ２)ꎮ 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１ 年ꎬ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

究中心出版专著共 ８８ 部ꎬ 发布各类报告 ３３９３ 篇 (数据系根据 ＣＳＩＳ 网站

信息统计得出)ꎮ
它们还出版高水平的学术性刊物或以政策分析为主的杂志ꎮ 战略与国

际问题研究中心出版的 «华盛顿季刊»、 威尔逊中心出版的 «威尔逊季

刊»、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的 «外交政策»、 对外关系委员会出版

的 «外交» 双月刊、 凯托研究所出版的 «凯托杂志» 等都是在学术界和

决策圈比较有影响的杂志ꎮ 特别是对外关系委员会出版的 «外交»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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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双月刊被广泛视为在外交政策与经济分析、 辩论方面的最具

影响力的杂志ꎬ 反映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的风向标ꎮ “几乎没有哪一项美国

政策上的重大主动行动ꎬ 不是事先在该刊物中阐述的ꎮ” 其他诸如布鲁金

斯学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等智库也都自己的杂志ꎮ 有些小型智库也有自己

的杂志ꎬ 如外交政策研究所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ＦＰＲＩ) 的

杂志 «奥比斯» (Ｏｒｂｉｓ)ꎬ 也是在外交与国际问题领域较有影响的刊物ꎮ
此外ꎬ 智库还经常针对具体议题出版 “时事通讯” “资料手册” “政策简

报” 等ꎬ 对当前发生的热点问题及时地发布自己的见解和建议等ꎮ

表 ９ －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年对外关系委员会

关于国际与美国外交问题的专著与报告出版、 国会作证、 报纸专栏文章发表等统计

年份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合计

专著出版 ２６ １９ ５ １０ ７ ８ ９ ５ １１ ９ ９ １１８

各类报告 １９ １４ １５ １３ １１ １７ １８ ２３ ３５ ３６ ５５ ２５６

做证次数 ７ ９ １２ １２ １７ ２４ １７ １８ １８ １２ １９ １６５

专栏文章 １４４ ２３５ ２７３ ２０１ １９０ ２３１ ２８８ ３９０ ４２７ ３５４ ５０５ ３２３８

受访次数 ４ ２８ １１８ １０９ １５４ １６４ １５２ １４２ １８９ １４８ １５４ １３６２

表 ９ －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关于国际与美国外交问题的专著与报告出版、 国会作证、 报纸专栏文章发表等统计

年份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合计

专著出版 １３ ５ ８ ７ １１ １２ １５ １０ ６ ６ ９ １０２

各类报告 １３ １１ １５ １７ １６ ３５ ２３ ２５ ２７ ３２ ２６ ２４０

做证次数 １０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４ １９ １６ ８ １９ １４ １２ １４５

专栏文章 １０８ １４９ １６９ １６０ １６５ １８１ １９７ ２６４ ３１３ ３３４ ４０５ ２４４５

电视广播
节目

０ ２ ２ １ ２ ３２ ５１ ８９ ９１ ８０ １４７ ４９７

各智库还都非常注意通过网站这一平台推销自己ꎬ 及时发布会议、 活

动简讯、 研究成果及研究人员的演讲、 评论等ꎮ 现在ꎬ 很多智库都会把它

们举办的各种研讨会、 报告会等音频和视频资料上传到自己的网站上ꎬ 供

公众免费下载或在线观看ꎮ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提高智库的能见度ꎬ 扩大其

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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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广泛利用各种媒体

智库专家和学者与媒体记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ꎮ 各种媒

体ꎬ 包括平面媒体、 广播电视和网络等新媒体ꎬ 在报道国际问题或其他问

题时ꎬ 经常会采访各智库相关领域的专家、 学者ꎮ 这些专家、 学者ꎬ 连同

其所在的智库ꎬ 也都会因媒体的采访、 报道或引用其成果而获得相当的知

名度ꎮ 因此ꎬ 思想库非常注重与媒体建立密切关系ꎬ 也特别重视发挥新兴

电子媒体的作用ꎮ 一些智库学者在报纸上开设有专栏ꎬ 或者经常参与电视

和广播的新闻节目和谈话节目ꎬ 就国际问题进行专业评论ꎬ 传播其观点和

研究成果ꎮ 比如ꎬ 从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１１ 年ꎬ 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专家学者在报

纸上发表的专栏文章共 ３２３８ 篇ꎬ 接受采访 １３６２ 次 (见表 ９ － １)ꎬ 卡内基

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学者发表报纸专栏文章 ２４４５ 篇ꎬ 在电视广播做节目

４９７ 次 (见表 ９ － ２)ꎮ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Ｗｏｏｄｒｏｗ Ｗｉｌｓ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还定期制作名为 “谈话”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的广

播节目ꎬ 美国有 １６０ 多个商业和公共广播电台播出这一节目ꎮ 布鲁金斯学

会甚至拥有自己的电视演播室ꎮ
通过广泛的媒体联系ꎬ 智库不但可以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倡议传

递给决策者ꎬ 还可以直接诉诸公众ꎬ 这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大智库和学者的

影响ꎬ 教育公众ꎬ 影响社会思潮和民意走向ꎬ 形成对某些外交政策议题的

舆论氛围ꎬ 进而影响相关的国会议员、 行政部门决策者或相关人士ꎬ 间接

推动他们评估、 选择或改变某些政策ꎮ
４􀆰 与政府部门建立密切联系

与 “直接决策者” 直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最

直接、 最有效的方式ꎮ 美国智库都非常重视与国会议员及其助理、 行政部

门官员建立和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ꎮ 智库专家经常就美国外交与国际问题

到国会听证会作证ꎬ 为国会议员和行政部门官员及相关工作人员提供信息

简报ꎬ 就他们急切关注的外交与国际问题提供及时的政策咨询ꎮ 比如ꎬ 从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１１ 年ꎬ 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专家在国会做证共 １６５ 次 (见表

９ －１)ꎬ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专家做证 １４５ 次 (见表 ９ － ２)ꎮ 政府官员和

国会议员也经常应邀到智库就外交政策及国际问题发表演讲ꎬ 使他们有机

会与智库专家面对面讨论其思想或政策倡议ꎬ 获得有益的反馈ꎮ 有的智库

还与政府代表建立起正式的联系ꎬ 例如ꎬ 对外关系委员会的 “国会与美

国外交政策项目” 经常把来自两党的国会工作人员聚集在一起ꎬ 就有关

０７４ 美国公民社会的运行与管理



问题对他们进行培训ꎮ 有的智库ꎬ 如兰德公司、 国防分析研究所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ｅ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等一直与行政部门有合同关系ꎮ 冷战初期ꎬ 美国政

府依赖兰德公司和哈得逊研究所 (Ｈｕｄ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等智库对国防政策进

行的无政党倾向的分析ꎬ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国防与安全政策ꎮ
智库还经常为行政部门提供重要的官员和工作人员ꎬ 使他们成为实际

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ꎮ 美国政府部门中与国际事务相关的官员大都有在

智库工作的经历或背景ꎮ 基辛格是非常典型的例子ꎮ 基辛格 １９５４ 年获得

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谋得一临时性教职ꎮ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ꎬ 因在对外关系

委员会主办的杂志 «外交» 季刊发表了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 “大规模

报复” 战略的文章而引起该协会注意ꎮ 随后ꎬ 基辛格加入对外关系委员

会ꎬ 领导研究 “对付苏联对西欧的挑战的全面战争的方法”ꎮ 在这里ꎬ 他

结识了一些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ꎮ １９５７ 年ꎬ 基辛格完成了 «核武器和对

外政策» 一书ꎮ 基辛格认为ꎬ 是战略决定武器ꎬ 而不是武器决定战略ꎮ
美国的关注点不应仅仅集中于发展大规模军事力量ꎬ 而应集中于发展一种

不但关注核时代的风险而且也关注机遇的外交战略ꎮ 他认为ꎬ 在苏联核力

量日益增长的情况下ꎬ 美苏之间不太可能发生核大战ꎬ 而更可能发生有限

核战争ꎮ 因此ꎬ 美国应有更灵活有效的核战略ꎮ 这部著作让基辛格在 ３４
岁时跻身于外交政策专家的行列ꎬ 为其未来的权力攀升奠定了基础ꎮ １９６８
年尼克松赢得大选后ꎬ 要求洛克菲勒、 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哈佛大学的学者

们为他推荐一名外交事务专家ꎮ 他们把基辛格推荐给尼克松ꎮ 于是ꎬ 基辛

格被延揽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ꎮ １９７４ 年国务卿威廉􀅰罗杰斯辞职后ꎬ 基

辛格又被任命为国务卿ꎮ
卡特在 １９７６ 年赢得大选后ꎬ 从布鲁金斯学会和对外关系委员会延揽

了不少学者到政府中任职ꎮ 卡特之后ꎬ 历任美国总统任命的政府高官中都

有许多是从智库延揽来的ꎮ 在里根总统的两个任期内ꎬ 从传统基金会、 胡

佛研究所和美国企业研究所延揽了 １５０ 名专家、 学者进入政府服务ꎮ 克林

顿时期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 (Ｍａｄｅｌｅｉｎｅ Ａｌｂｒｉｇｈｔ) 之前也曾任全国政策中

心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主任ꎮ 小布什时期ꎬ 很多高级官员都具有

智库背景ꎮ 如: 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葆拉􀅰多布里扬斯基 ( Ｐａｕｌａ
Ｄｏｂｒｉａｎｓｋｙ) 曾任对外关系委员会华盛顿分部高级副总裁和会长ꎻ 负责军

控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博尔顿 (Ｊｏｈｎ Ｒ. Ｂｏｌｔｏｎ) 曾任美国企业研究

所副总裁ꎻ 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 (Ｊａｍｅｓ Ｋｅｌｌｙ) 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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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 (火奴鲁鲁) 的主任ꎻ 负责国际组

织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吉姆􀅰赫尔姆斯 (Ｋｉｍ Ｈｏｌｍｅｓ) 曾任传统基金会副

总裁ꎮ 奥巴马总统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顾问就是布鲁金斯学会塞班中

东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ꎮ 苏珊􀅰赖斯 (Ｓｕｓａｎ Ｒｉｃｅ) 担任美国驻联合国

大使之前也曾在布鲁金斯学会任 “外交政策与全球经济和发展项目” 高

级研究员ꎮ
智库还是卸任政府官员理想的就职机构ꎮ 国会议员在智库兼任理事的

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ꎮ 随着白宫主人的变换ꎬ 有一些政府官员又回到

智库中ꎮ 国务院、 驻外使馆、 情报与安全部门的官员卸任后被延揽到智库

进行美国外交及相关国际问题研究的例子ꎬ 更是不胜枚举ꎬ 如曾任副国务

卿的斯特罗布􀅰塔尔博特 (Ｓｔｒｏｂｅ Ｔａｌｂｏｔｔ) 卸任后出任布鲁金斯学会会

长ꎮ 美国政治中的这种 “旋转门” 现象ꎬ 也是与其政治制度及政治文化

的特点密切相关的ꎮ 智库也乐于招聘前政府高官ꎮ 这些曾经身处 “直接

决策者” 或政策执行者位置的官员加盟智库之后ꎬ 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往

往会让智库的研究计划更有针对性、 前瞻性ꎬ 往往更能直接而且有针对性

地为国会、 行政部门提出更明确、 可行的政策建议和计划ꎮ 智库对美国外

交政策的影响也会因此而有所提高ꎮ “旋转门” 现象普遍存在ꎬ 使得智库

与政府决策部门和决策者之间的关系网更加广泛ꎬ 智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

影响更加复杂ꎮ
５􀆰 为候选人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

参与总统竞选活动的候选人ꎬ 对国际事务的了解远不及他们对美国国

内问题的理解ꎮ 他们在宣示外交政策时ꎬ 尤其需要借重专家和学者的建

议ꎮ 于是一些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专家就被延揽到他们的竞选团队中ꎬ 或

者为其提供外交政策建议ꎬ 或者就外交政策议题为其撰写演讲稿ꎻ 一些专

家和学者也乐于为其偏爱的政党候选人或朋友服务ꎬ 贡献其专长ꎮ 他们的

建议一旦被候选人采纳作为竞选运动中的政策主张ꎬ 就很可能会影响到一

些关心这些议题的选民的投票倾向ꎮ 越来越多的总统候选人也都试图提出

新思想、 新政策ꎬ 以区别于其竞争对手ꎮ 这也让美国智库及其学者有很多

机会去塑造民意和公共政策ꎮ 候选人当选后ꎬ 为其服务的专家、 学者就可

能有机会进入政府任职ꎬ 他们在选举过程中的政策建议也更有可能转化为

现实政策ꎮ 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与卡内基国际和平

基金会在 １９９２ 年的一个报告中提出设立一个 “经济安全委员会” 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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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ꎮ 克林顿上台后采纳了这一建议ꎬ 设立了 “国家经济委员会”ꎮ
６􀆰 开展 “第二轨道外交” ( “二轨外交”) 活动

智库还经常会通过组织和开展 “二轨外交” 活动ꎬ 促进美国政界、
学界与其他国家学界和决策圈之间的相互了解ꎬ 从而间接影响和推动美国

外交或美国与对象国之间的关系ꎮ 特别是在两国之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或

者两国之间关系出现紧张或冲突的时候ꎬ “二轨外交” 对于加深两国间的

相互理解ꎬ 促进对方的政策调整会产生作用ꎮ 即便在两国关系发展良好的

时候ꎬ “二轨外交” 也有助于两国间就不适宜正式官方讨论的议题展开交

流ꎬ 增加了解ꎬ 求同存异ꎬ 形成一定程度的谅解或共识ꎮ
美国和平研究所经常为举办非正式的 “二轨外交” 活动提供便利ꎮ

和平研究所开展的 “法治项目” 的工作人员应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司法

部长之要求ꎬ 曾组织过一个巴勒斯坦—以色列司法对话项目ꎬ 目的是在两

国法律界之间建立专业联系ꎬ 使它们能够共同研究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ꎮ
通过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境内开展的圆桌讨论和工作组ꎬ 两国法律界成员

与外国专家就影响两种制度日常互动的实际法律问题进行了讨论ꎬ 思考了

邻国间法律关系的相关案例ꎬ 提出了解决共同问题的建议ꎮ 在巴以之间各

种矛盾长期积累的情况下ꎬ 没有第三方的支持和协调ꎬ 这样的交流几乎是

不可能进行的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起的八年中ꎬ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在华盛顿主办了一系列的会议ꎬ 把南非重要的政治人物、 牧师、 商人、 劳

工代表、 学者、 流亡的解放运动人士及国会议员和行政部门官员聚集在一

起ꎬ 帮助处于脆弱的政治转型之中的南非就国家的未来前景达成了谅解ꎮ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则开展了一些项目ꎬ 以改善前南斯拉夫地区的种

族关系ꎬ 弥合以色列内部的宗教和世俗之间的分歧ꎬ 以及为希腊—土耳其

对话提供便利ꎬ 等等ꎮ 比如ꎬ 朝鲜半岛问题一直是美国及国际社会关注的

重要问题ꎬ 但美朝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ꎮ 有些智库和非政府组织ꎬ 如

朝鲜协会 (Ｋｏｒｅ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斯坦福大学、 雪城大学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
ｃｙ)、 加利福尼亚大学 ( “东北亚合作对话”ꎬ ＮＥＡＣＤ)ꎬ 以及亚洲协会

(Ａｓｉ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等ꎬ 就试图在美国与朝鲜之间组织 “二轨对话”ꎬ 比如支

持和赞助朝鲜和美国的科学家、 学术界、 军官及公民之间的非正式的交

流ꎮ 六方会谈陷入僵局之时ꎬ 朝鲜协会、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和亚洲

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开展的 “二轨对话”ꎬ 在接触朝鲜外交官方面发挥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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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用ꎮ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和加利福尼亚大学 “东北亚合

作对话” 组织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ꎬ ＮＥＡＣＤ) 也举行了由

参与六方会谈的官员参加的会议ꎮ① 前些年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关系高度

紧张时ꎬ 对外关系委员会也曾多次组织美国、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三方学

者或一定层级的官员之间的 “二轨对话”ꎬ 意在促进对各方政策的准确理

解ꎬ 缓和危机局势ꎮ
这些非官方的活动ꎬ “或者是作为美国政府活动的补充ꎬ 或者是在官

方存在不可能的情况下代替美国政府ꎬ 都有可能在冲突地区和被战争撕裂

的社会帮助实现和平与和解ꎮ 它们可以作为美国和国际社会的眼睛、 耳朵

甚至是良心ꎬ 活跃在世界最黑暗的角落”②ꎮ 美国智库参与、 组织的这些

“二轨外交” 活动ꎬ 配合了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ꎬ 有助于提高美国推动解

决棘手国际问题的能力ꎬ 扩大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ꎮ
以上所列举的只是非营利组织影响美国外交的一些主要方式ꎮ 智库的

研究成果如何转化成实际的政策影响ꎬ 是看似明显但实际又复杂得难以说

清楚的过程ꎮ 这些方式ꎬ 只是表明了智库施加影响的方式ꎬ 并不足以清楚

地说明它们对美国外交政策具体和实质的影响ꎮ

(三) 如何理解智库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前美国国务院政策与规划处主任、 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理查德􀅰Ｎ􀆰
哈斯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 Ｈａａｓｓ) 概括了智库对外交政策的五种影响 (或曰好

处): 生产原创性的新思想ꎬ 为美国决策者提供新的政策选择ꎬ 改变美国

决策者理解世界和对世界做出反应的方式ꎻ 为行政部门和国会专家提供服

务ꎻ 为高层次讨论提供舞台ꎬ 使得决策者即便不能形成共识ꎬ 也能够在这

里就政策选择实现共同谅解ꎻ 教育美国公民ꎬ 使之理解他们所生活的世界

的本质ꎬ 了解国际形势和美国外交中的种种问题ꎻ 通过主办敏感问题的对

话ꎬ 为冲突各方提供第三方协调ꎮ③ 哈斯的概括表明ꎬ 智库可以参与到政

策过程的各个阶段ꎬ 包括议题设定与表达、 政策规划、 制订实施方案、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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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现行政策ꎬ 以及政策实施等ꎮ 但一般来说ꎬ 智库在外交政策形成过程的

最初阶段ꎬ 特别是在议题表达与政策规划阶段ꎬ 影响力最大ꎮ① 这也是由

美国社会政治运作的现实决定的ꎮ 美国是一个多元的民主国家ꎬ 其权力划

分的体制ꎬ 使得国家政策的决策往往不是一个部门就能单独决定的ꎮ 这

样ꎬ 在对任何重大议题做出决策前ꎬ 不同观点需要得到充分表达并进行严

肃的讨论ꎮ 智库以其在政策研究与政策分析方面的优势而能够在对外政策

议程设定、 政策辩论和政策形成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ꎮ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
智库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ꎮ

尽管无论如何强调智库在美国外交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似乎都不过分ꎬ
但对智库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做出恰当的评判依然是非常困难的ꎮ 因为影响

外交政策制定与选择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ꎬ 各种因素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

机制实际上经常是无法真正认识清楚的ꎮ 对于外交与国际问题ꎬ 外交、 情

报、 军事部门、 商界、 智库甚至其他利益集团都可能以某种方式对 “直
接决策者” 产生影响ꎻ 单从智库这一方面来看ꎬ 许多政治意识形态倾向

不同的智库提出各自的主张和政策建议ꎬ 都试图影响外交政策选择ꎮ 从另

一方面看ꎬ “直接决策者” 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也会影响他们的政策取

向和政策选择ꎮ
影响往往是 “微妙的、 平静的、 累积的、 看不见的: 口头的一句话、

一通电话、 一个打动某人的研讨会报告、 以互信为基础的朋友和同事之间

的讨论等ꎬ 都可能会产生影响ꎮ 影响经常是模糊的ꎬ 难以说清楚的ꎬ 有时

是间接的、 第二手的”ꎮ② 这也就意味着ꎬ 进行各种数据的统计ꎬ 如从事

相关研究和政策分析的专家与学者的数量、 给政府等提供的政策咨询、 建

议和报告、 接受媒体采访的次数、 出版的专著、 发表的论文、 发布的报

告ꎬ 以及在报纸发表的专栏文章的数量、 举办的各种研讨会等的数量、 在

国会作证的次数和通过 “旋转门” 交流的官员和学者的数量等ꎬ 只能从

总体上表明智库的声誉和影响ꎬ 让人们感受到智库在美国社会中的活力和

它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影响ꎬ 但这些数据都无法精确地界定和认知具体

的智库对特定外交政策的影响ꎮ 西安大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唐纳德􀅰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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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布尔森 (Ｄｏｎａｌｄ Ｅ. Ａｂｅｌｓｏｎ) 评论道: “智库作为决策圈里看得见的、
在很多方面都很重要的行为体已经出现ꎬ 但事实是ꎬ 其数量大幅增加告诉

我们更多的是美国的文化、 社会和政治ꎬ 而不是多种多样的这些组织影响

决策环境和特定决策的程度ꎮ”① “我们无法做出结论ꎬ 智库在 ２０％ 或

５０％的时间里是有影响的ꎮ 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地说特定的智库在政策辩论

特定阶段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或者具体影响了谁ꎮ 最多ꎬ 通过评估它们

在特定政策领域的卷入ꎬ 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它们是如何地相关或不相

关ꎮ”② 但还是有一些智库与美国政府部门互动的具体案例能够更清晰地

说明智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ꎮ 以下仅举四个例子ꎮ
１􀆰 对外关系委员会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

在 １９１９ 年的巴黎和会上ꎬ 美国经历了艰难的谈判ꎮ 一些外交官、 金

融家、 律师和学者认为ꎬ 美国人需要为承担更大的责任和在国际事务中做

出决策、 做更好的准备ꎮ 于是在 １９２１ 年成立了对外关系委员会ꎮ 对外关

系委员会的建立ꎬ 旨在 “使掌权阶层在外交政策问题方面取得一致意见ꎮ
内设一些专门委员会ꎬ 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查ꎬ 并为美国官方政策确定出大

方向ꎮ 决定何时重新审查美国的外交政策或军事政策ꎬ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这个委员会”③ꎮ 在 １９７０ 年之前ꎬ 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主要包括金融

家、 经理和律师ꎬ 记者、 学界专家和政府官员非常少ꎮ 此后ꎬ 关注外交政

策的许多政府官员ꎬ 特别是外交部门官员、 政治家和国会委员会的助理等

进入对外关系委员会ꎮ 在成立之后很长时间内ꎬ 对外关系委员会作为智库

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方面一直独领风骚ꎮ
对外关系委员会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制定了 «凯洛格和平公约»ꎬ ３０ 年

代加强了美国反对日本在太平洋扩张的立场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ꎬ 对

外关系委员会发起了一项大规模的 “战争与和平研究” 项目ꎬ 旨在探究

战后和平的良好基础ꎮ 该项目参加者就占领德国、 创立联合国等广泛的议

题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 ６８２ 个备忘录ꎮ 他们设计了 «联合国宪章» 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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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部分ꎬ 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策划制止苏联在欧洲扩张的 “遏制” 政

策ꎮ 它还为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奠定了基础ꎬ 并且制订了帮助欧洲复兴

的马歇尔计划ꎮ １９４７ 年ꎬ 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席乔治􀅰凯南在对外

关系委员会出版的 «外交» 杂志上发表的 «苏联行为的根源» 一文ꎬ 奠

定了美国 “遏制” 政策的基础ꎬ 对遏制战略的形成发挥了决定性影响ꎬ
直接影响了整个冷战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ꎮ

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时期ꎬ 对外关系委员会在决定美国的东南

亚政策方面都发挥了领导作用ꎮ 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ꎬ 国务卿迪安􀅰
腊斯克、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 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

迪、 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 副国务卿乔治􀅰鲍尔等都是对外关系

委员会的成员ꎮ 起初ꎬ 对外关系委员会一直是支持美国对南越承担军事义

务的ꎮ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ꎬ 通过东京湾决议和派遣美国地面部队参战之后ꎬ 约

翰逊总统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克洛伊协助下ꎬ 成立了秘密非正

式的 “越南问题高级顾问小组”ꎮ 该小组 １４ 名成员中有 １２ 名是对外关系

委员会的成员ꎮ 在美国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遭遇挫折后ꎬ 约翰逊总统在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召开高级顾问小组特别会议ꎮ 在会议中ꎬ 该小组主要成员道

格拉斯􀅰狄龙、 塞勒斯􀅰万斯、 阿瑟􀅰迪安、 迪安􀅰艾奇逊和麦乔治􀅰邦

迪都从 “鹰派” 转变为 “鸽派” 了ꎮ 他们将新的一致意见提交给总统ꎮ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 约翰逊总统宣布战争降级ꎮ 紧接着ꎬ 对外关系委员会

建立了新的 “解决越南问题小组”ꎬ 由罗伯特􀅰鲁萨和赛勒斯􀅰万斯任共

同主席ꎮ 该小组拟订了一个和平方案ꎬ 包括遣返战俘、 就地停火、 越共和

西贡当局以各自控制的地区为界ꎮ 这个方案成为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巴黎协定的

基础ꎮ①

在美国对华外交方面ꎬ 对外关系委员会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也曾发挥重

要作用ꎮ １９６１ 年对外关系委员会在福特基金会的推动和资助下ꎬ 委托密

歇根大学的一家研究所在全美进行了有关对中国大陆态度的民意调查ꎬ 目

的是了解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可以有多少灵活的余地ꎮ 结果显示ꎬ 从舆

论的倾向来看ꎬ 政府对华政策可以松动的余地很大ꎮ １９６２ 年ꎬ 对外关系

委员会又组织一批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开展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项目ꎮ
该项目持续了五年ꎬ 其成果是一套总题为 “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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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丛书ꎮ 这套丛书从各个角度论述了中国的情况和中美关系ꎬ “是朝鲜战

争以来第一次比较客观地叙述中国情况和提出重新审议美国对华政策的有

规模效应的著作ꎬ 实际上是为美国转变对华政策在精英舆论中做准备ꎬ 可

以看作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非官方的先到动作之一”①ꎮ
２􀆰 传统基金会与美国退出 «反导条约»
传统基金会成立于 １９７４ 年ꎬ 它并未试图招募功成名就的专家或者政

界人士而在学术界或政策界建立声望ꎬ 而是招募了一些年轻但极端保守的

人士ꎻ 他们倾向于攻击所有政府项目ꎬ 抨击所有政府官员的动机ꎮ 通过积

极做国会的工作ꎬ 传统基金会与国会议员及其助手ꎬ 特别是保守的国会议

员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ꎮ
从克林顿政府试图维持 «反导条约» 到小布什政府退出 «反导条约»

并寻求尽快部署导弹防御系统ꎬ 传统基金会在推动美国政府这一政策变化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② 从里根总统提出 “星球大战计划” 起ꎬ 美国国内

对导弹防御系统的有效性一直存在争论ꎮ 苏联解体后ꎬ 美国国内对导弹防

御系统的有效性的争论与对 «反导条约» 前途的看法是联系在一起的ꎮ
一种观点认为ꎬ 美国应积极部署导弹防御系统ꎻ 另一观点则对导弹防御系

统的有效性存在怀疑ꎬ 倾向于维持 «反导条约» 所确立的战略平衡ꎮ 克

林顿政府对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持怀疑态度ꎬ 主张维持 «反导条约»ꎮ 而传

统基金会的分析家一直认为ꎬ «反导条约» 是美国部署有效的导弹防御系

统的不可逾越的障碍ꎮ １９９５ 年初ꎬ 他们提出ꎬ 必须废除 «反导条约»ꎮ 克

林顿政府曾认为ꎬ 它可以在没有美国宪法要求参议院的建议和同意的情况

下解决 «反导条约» 的继承问题ꎬ 解决这一问题不需要对条约做出实质

性的修改ꎮ 传统基金会的分析家对此持不同看法ꎮ 从 １９９６ 年起ꎬ 他们开

始通过各种方式努力说服重要参议员ꎬ 解决条约继承问题需要对条约做出

实质修改ꎬ 关于这一问题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得到参议院的同意ꎮ 时任参议

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赫尔姆斯及该委员会其他参议员同意传统基金会

的分析家的看法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在考虑另一项关于欧洲常规军事力量的条约

时ꎬ 赫尔姆斯成功地附加了一个条件: 要求克林顿总统保证解决 «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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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 继承问题的任何协议都必须提交参议院ꎮ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ꎬ 克林

顿总统做出这一保证ꎮ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ꎬ 美国与相关国家签署了确定白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和乌克兰为该条约继承国的协议ꎬ 但克林顿

政府未能得到参议院的同意ꎬ 该协议未能生效ꎮ 其结果就是为小布什政府

退出 «反导条约» 并着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留下了余地ꎮ
３􀆰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与奥巴马政府的 “巧实力” 战略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提出的 “巧实力” 概念及相关的政策建议

对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ꎬ 也是智库明显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案

例ꎮ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自称是一个 “跨党派和独立的” 非营利智

库ꎬ 自 １９６２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美国的国防与安全、 地区稳定等

重要问题ꎬ 积极提出和发表政策倡议ꎬ 为美国政府、 国际组织、 美国私营

部门和公民社会的决策者们提供战略思想和政策选择ꎬ 已成为世界著名的

公共政策研究机构ꎮ “９􀅰１１” 事件后ꎬ 小布什政府发动反恐战争ꎬ 为此

甚至不顾国际社会ꎬ 特别是其盟国的意见ꎬ 大搞单边主义行动ꎬ 对美国的

国际形象和影响力都造成了损害ꎮ 为重新塑造美国全球形象和提升其影响

力ꎬ 该中心主任兼执行总裁约翰􀅰汉芮 (Ｊｏｈｎ Ｊ. Ｈａｍｒｅ) 于 ２００６ 年秋请

阿米蒂奇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 Ａｒｍｉｔａｇｅ) 和约瑟夫􀅰奈 (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ꎬ Ｊｒ. ) 出

任 “巧实力委员会” 共同主席ꎬ 为指引未来几年美国外交政策构建一种

更加乐观的图景ꎮ 该委员会由 ２０ 名来自政府、 军方、 私营部门、 非政府

组织和学术界的领袖组成ꎮ 该委员会最后发布了 «一个更灵巧、 更安全

的美国: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巧实力委员会报告»ꎮ 该报告指出:
“巧实力既不是硬实力ꎬ 也不是软实力———它是这两种实力的巧妙结合ꎮ
巧实力意味着利用软硬两种实力ꎬ 形成一种整体的战略、 资源基础和手

段ꎬ 以实现美国的目标ꎮ 它是这样一种做法: 强调强大的军事的必要性ꎬ
但同时也向联盟、 伙伴关系和各个层次的制度方面大量投入ꎬ 以扩大美国

的影响力ꎬ 并确立美国行动的合法性ꎮ”①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学

者参与了本报告的写作和推介工作ꎮ 在本项目的研究和形成报告的过程

中ꎬ 该委员会及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还与美国及其他国家

学者、 非政府组织等进行了广泛接触ꎻ 组织了 “巧实力系列演讲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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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意在通过这些活动使该委员会的建议ꎬ 特别是

“巧实力” 概念成为美国政治话语的组成部分ꎮ 德里克􀅰乔列特 (Ｄｅｒｅｋ
Ｃｈｏｌｌｅｔ)① 和史蒂夫􀅰比冈 (Ｓｔｅｖｅ Ｂｉｅｇｕｎ)② 还建议向参与 ２００８ 年总统大

选的候选人兜售这一概念ꎮ 该委员会成员及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学

者也通过各种方式ꎬ 积极向国会议员及其助理、 总统候选人及其顾问、 其

他意见领袖和媒体说明 “巧实力” 思想及战略ꎮ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

心组织形成该报告ꎬ 也意在影响新政府的外交政策ꎮ “巧实力” 思想确实

被奥巴马政府接受ꎮ 国务卿希拉里在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３ 日参议院举行的听证

会上说: “我认为ꎬ 美国的领导作用是不足的ꎬ 但它依然是需要的ꎮ 我们

必须运用所谓 ‘巧实力’ꎬ 也就是我们能够支配的各种手段———包括外交

的、 经济的、 军事的、 政治、 法律的和文化的ꎬ 面对不同的形势ꎬ 选择恰

当的手段或者结合不同的手段ꎮ”③ 此后在不同的场合ꎬ 希拉里􀅰克林顿

多次表示ꎬ 要运用 “巧实力”ꎬ 提升美国的影响力ꎬ 实现美国的外交政策

目标ꎮ 两届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ꎬ 在很多方面体现着该报告

中的思想和建议ꎮ
４􀆰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 “习奥会”
智库影响美国外交的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至 ６ 月 ８ 日的会晤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底ꎬ 卡内基

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包道格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Ｈ. Ｐａａｌ) 和韩磊 (Ｐａｕｌ Ｈａｅｎｌｅ) 在一

份题为 “构建美中新型大国关系” 的报告中针对中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与挑战ꎬ 特别是针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新型大国关系” 构想ꎬ 提出

“奥巴马应在明年 (２０１３ 年) 尽早寻求机会私下深度解读习近平的思路ꎬ
以让这个构想成为现实”ꎮ “在中美两国之间各种挑战阴云不散的形势下ꎬ
奥巴马最好破例邀习近平到夏威夷进行一次脱稿的、 深入的周末谈话ꎮ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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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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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克􀅰乔列特现任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 (Ｕ. Ｓ.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曾任奥巴马总统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战略规划的资深主任ꎬ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至 ２０１１ 年任国务卿政策规划办公室常务副主任ꎬ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ꎬ 为奥巴马—拜登

总统任职过渡班子成员ꎮ

史蒂夫􀅰比冈现任福特汽车公司负责国际政府事务的副总裁ꎬ 此前曾任参议院少数党领

袖、 参议员比尔弗里斯特的国家安全顾问ꎬ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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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形式来试探彼此的不信任程度与合作能力ꎬ 会是双方都愿意接受

的ꎮ 再进一步ꎬ 这种邀请会被视作美国总统的力量ꎬ 而非弱点ꎬ 同时也展

现了对习近平的尊重ꎮ 这将为应对即将面临的挑战奠定一个具有建设性的

基础ꎮ”① 虽然两国元首会晤地点未如报告中所说的在夏威夷而是在加利

福尼亚州南部的安纳伯格庄园举行ꎬ 但从中美双方对两国元首会晤时机与

形式的安排ꎬ 都可以看出包道格和韩磊报告对美国外交的影响ꎮ 当然ꎬ 这

只是报告产生影响的一个方面ꎮ 报告中提出的其他政策建议可能更为重

要ꎬ 影响可能更为深远ꎬ 只是这种形式上的影响显得更为直观ꎮ
除上述四个例子外ꎬ 其他如: 布鲁金斯学会作为美国建立较早的智

库ꎬ 以其最前沿的研究而闻名于学界、 政界和舆论界ꎻ 企业研究所作为立

场保守的智库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崛起ꎬ ８０ 年代对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产

生了重要影响ꎻ 兰德公司对冷战时期美国遏制战略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

用ꎮ 它们也都有直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具体案例可举ꎬ 本章不一一赘

述ꎮ 这些都是智库影响美国具体外交政策的具体案例ꎬ 最能清晰地说明智

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直接影响ꎮ
智库对美国外交政策之影响ꎬ 有其历史与现实特点ꎬ 也反映着美国社

会政治现实的发展变化ꎮ 智库是顺应美国社会政治发展之需要而产生的ꎬ
它源于社会精英对社会、 政治、 外交等各种问题的思考ꎮ 智库关注美国外

交政策ꎬ 也与美国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地卷入国际事务密切相关ꎮ 像早期成

立的对外关系委员会、 兰德公司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ꎬ 它们对美国外

交与国际安全事务的关注也都因应了美国的需要ꎮ 有些智库ꎬ 如布鲁金斯

学会和传统基金会ꎬ 最初更多是关注美国国内问题和国内政策ꎬ 但随着自

身的发展ꎬ 这些智库也都非常关注美国外交政策与国际事务ꎬ 而且在这些

领域对政策产生了实质影响ꎮ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ꎬ 美国出现了很多规模

较小但集中关注美国外交和国际事务的智库ꎮ 由于这些智库在某个时期的

社会关系网的缘故ꎬ 往往也在特定时刻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产生了直接影

响ꎮ 这也反映了美国政党政治和社会思潮的变化ꎮ 当共和党上台的时候ꎬ
立场偏保守的智库对外交政策的直接影响一般来讲更大一些ꎻ 而当民主党

上台的时候ꎬ 偏自由主义立场的智库对外交政策的直接影响会更大一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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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思潮发展变化的时候ꎬ 某些在立场和倾向上顺应这一思潮变化的智

库ꎬ 可能会随之产生较大影响ꎮ
不同智库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大小ꎬ 除了受制于美国社会思潮和政

治现实的变化之外ꎬ 还受制于各智库本身的特点ꎬ 如规模、 研究水平、 政

治倾向、 自身定位等ꎮ 有的智库规模较小ꎬ 成立较晚ꎬ 研究水平较低ꎬ 或

者在地理上远离政治中心首都华盛顿ꎬ 这些特点会限制其影响美国外交政

策的能力ꎮ 比如ꎬ １９５５ 年在费城成立的外交政策研究所ꎬ 预算少ꎬ 人员

也少ꎬ 远离华盛顿ꎬ 在众多智库中处于边缘ꎬ 与决策圈联系较少ꎬ 无法直

接影响日常决策过程ꎮ 它施加影响的主要方式是去影响那些能够影响决策

者的人ꎬ 重点集中在为报纸撰写专栏文章、 在诸如 «评论» 杂志 (Ｃｏｍ￣
ｍｅｎｔａｒｙ)、 «国家»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新共和» (Ｎｅｗ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及 «奥比

斯» 等较有影响的杂志撰写文章ꎬ 以及就重要问题出版专著等ꎮ 有些智

库ꎬ 如布鲁金斯学会、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兰德公司、 战略与国际问

题研究中心等ꎬ 成立时间较早ꎬ 规模较大ꎬ 研究领域较宽ꎬ 研究力量积累

和基础都比较雄厚ꎬ 已在政界、 学界和新闻界积累起了较高的声望ꎮ 这些

智库曾经为政府输送了很多 “直接决策者”ꎬ 他们卸任后又重返智库ꎬ 智

库的影响力也因此提高ꎮ 有的智库成立时间晚ꎬ 规模相对较小ꎬ 但非常注

重推销自己ꎬ 比如传统基金会就以积极的营销策略ꎬ 扩大了在华盛顿政策

圈的影响ꎬ 也因而改变了人们对智库的一般印象ꎮ 现在ꎬ 绝大多数智库都

非常注重建立关系网ꎬ 特别是注重加强与国会议员、 行政部门官员之间的

联系ꎮ 传统基金会在这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ꎬ 这与布鲁金斯学会和卡内

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首先强调高质量的学术研究不同ꎮ 布鲁金斯学会和卡内

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学者虽然也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ꎬ 但它们最基本的目

标不是直接影响决策ꎬ 而是帮助教育决策者和公众并为其提供信息ꎬ 使之

认识到采取某些外交政策选项的潜在后果ꎮ①

在认识智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时ꎬ 不能仅仅把注意力放在它们的

直接影响上ꎬ 智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间接影响也不容忽视ꎮ 从整体来看ꎬ
智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间接影响比那些看得见、 说得清的直接影响可能更

加深远ꎮ 智库对美国外交及国际问题的研究ꎬ 无论是否直接影响外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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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ꎬ 都在发挥着为社会提供或创造知识产品、 教育公众的作用ꎮ 这有助于

在社会中形成政策辩论的氛围ꎬ 为决策者选择或改变某些政策塑造民意基

础ꎮ 各种智库在政策辩论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一般来说ꎬ 在民主社

会中ꎬ 政策辩论对于政策的最终选择是有积极意义的ꎮ 智库在政策辩论中

发挥的作用及其在思想和理论创造方面所取得的成果ꎬ 远比具体的政策影

响要来得更加重要、 更加深远ꎮ 总的来说ꎬ 在各种非政府组织当中ꎬ 智库

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最具前瞻性的ꎬ 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也是

最深刻的ꎮ
人们对美国外交决策的研究ꎬ 更多的是关注政府部门 (总统、 国务

院、 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会两院等) 作为 “直接决策者” 的作用ꎮ 政策

的选择非常重要ꎬ 更重要的可能是政策议程的设定和关于政策选择的讨

论ꎮ 在制定政策的早期阶段ꎬ 直接决策者往往比较重视各种互相冲突的问

题ꎬ 经常依靠来自各专业团体的专家提出的政策建议ꎮ① 著名政治学家詹

姆斯􀅰Ｑ􀆰 威尔逊 (Ｊａｍｅｓ Ｑ. Ｗｉｌｓｏｎ) 认为 “设定议程” 是 “影响政策制

定的最重要的阶段ꎬ 也是关注最少的阶段”②ꎮ 美国著名外交史家托马

斯􀅰Ａ􀆰 贝利 (Ｔｈｏｍａｓ Ａ. Ｂａｉｌｅｙ) 也有同样的论述ꎮ 他认为ꎬ “与在任何真

正的民主国家一样ꎬ 在美国ꎬ 公众舆论塑造基本的外交政策ꎮ 它们不是在

国务院秘密策划ꎬ 然后突然告知国人的ꎮ 成长于经验的肥沃土壤ꎬ 它们代

表着人民的需求、 利益和希望”③ꎮ 在贝利的话语里ꎬ 人民在这里实际上

指的是政府内直接决策者之外的其他人ꎮ 是他们确立了美国外交政策议程

和外交政策的原则与方向ꎬ 而直接决策者所确定的ꎬ 只是实现这些原则和

方向的具体政策ꎮ 通过本节关于智库对美国外交政策之影响的分析ꎬ “窥
一斑而见全豹”ꎬ 从中可以大致看出非营利组织在美国公众舆论塑造、 外

交政策议程设定与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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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营利组织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实施

非营利组织不但在美国外交政策议程设定与政策形成方面具有重要影

响ꎬ 还能在政策实施阶段发挥重要作用ꎮ 美国有很多非营利组织活跃在国

际舞台上ꎬ 它们与美国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ꎬ 经常是以自己的行动促进实

现美国政府的政策目标ꎬ 成为美国国家力量的延伸和美国外交政策强有力

的执行者ꎮ 在美国对外政策实施过程中ꎬ 很多非营利组织与美国的政府部

门ꎬ 如国务院、 美国国际开发署及美国驻各国的使领馆进行了协调和

合作ꎮ
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具体执行者ꎬ 非营利组织接受美国政府提供的资

助ꎬ 积极配合美国政府的具体政策ꎬ 在以下几个领域支持和实施了美国外

交政策ꎮ
第一ꎬ 在发生地震海啸等严重自然灾害的国家或地区ꎬ 参与了灾难救

援与灾后重建活动ꎮ 比如ꎬ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印度洋大地震并引发海啸

给周边一些国家ꎬ 特别是印度尼西亚造成巨大破坏和人员伤亡ꎮ 像 “反
饥饿行动” 组织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Ｈｕｎｇｅｒ)、 安泽国际救援协会 (Ａｄｖｅｎｔｉ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ＡＤＲ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美国红十字会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美国难民委员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美国救

援合作组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ｉｅｆ 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ꎬ Ｉｎｃ. ꎬ 也称 “关
爱组织” ＣＡＲＥ)、 天主教救济会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美国乐施会

(Ｏｘｆａ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 “救援国际” (Ｒｅｌｉｅ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救助儿童会 (Ｓａｖ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立即停止饥饿” 组织 (Ｓｔｏｐ Ｈｕｎｇｅｒ Ｎｏｗ)、 世界宣明会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ｓｉｏｎ) 等共约 ６０ 个美国非营利组织以不同形式参与了这些国家

的灾难救援和灾后重建ꎮ① 比如ꎬ ２００８ 年美国政府响应联合国世界粮食计

划署 (Ｗｏｒｌｄ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ＷＦＰ) 和联合国粮农组织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ＵＮＦＡＯ) 的呼吁ꎬ 承诺向朝鲜提

供 ５０ 万吨的食品援助ꎮ 美国国务院选择了世界宣明会、 “国际美慈”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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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Ｍｅｒｃｙ Ｃｏｒｐｓ)、 撒玛利亚救援会 (Ｓａｍａｒｉｔａｎ􀆳ｓ Ｐｕｒｓｅ)、 “全球资源服

务” 组织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和 “基督教朝鲜之友”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ｏｆ Ｋｏｒｅａ) 等五家非营利组织作为实施该项目的合作伙伴ꎬ 负责把

其中 １０ 万吨食品援助分发给 ５０ 万食品严重短缺的朝鲜人ꎮ 在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ꎬ 这五家组织在九个月的时间里向 ９０ 万朝鲜人提供了食品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ꎬ 美国国际开发署通过撒玛利亚救援会、 “全球资源服务” 组织和 “国
际美慈” 组织等向朝鲜提供了价值 ６０ 万美元的洪灾援助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ꎬ
暴雨洪水袭击朝鲜江原道、 北黄海道和南黄海道ꎬ 导致数十人死亡ꎬ 数千

人无家可归ꎬ 对当地农田和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ꎮ 美国国际开发署

提供了 ９０ 万美元的紧急援助ꎬ 撒玛利亚救援会在另外四家非营利组织的

合作下向朝鲜空运了 ９０ 吨紧急救援物资ꎮ①

第二ꎬ 在种族、 宗教及边界冲突多发国家或地区ꎬ 开展冲突预防、 解

决与和平监督、 维护等活动ꎻ 在发生冲突或战争的国家或地区ꎬ 积极参与

难民的救济与安置等人道主义救援活动ꎮ 比如ꎬ １９７９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

之后ꎬ 大量难民进入其邻国巴基斯坦ꎮ 为解决难民问题并向巴基斯坦提供

帮助ꎬ 美国政府积极利用美国救援合作组织、 天主教救济会、 教会世界服

务团 ( Ｃｈｕｒｃｈ Ｗｏｒｌ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国际救援委员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ｃｕ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和 “救世军”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 等非营利组织的力量ꎮ 美国

政府除提供资助外ꎬ 还就这些非营利组织的项目提供建议或咨询ꎮ 很多非

营利组织开展活动时也与美国政府的政策进行协调ꎬ 自觉地成为某些政治

利益的代言者ꎮ② 它们实际上都是在帮助美国政府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ꎬ
经常充当美国外交政策的直接工具ꎮ③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美国对伊拉克

展开 “沙漠风暴” 行动时ꎬ 成千上万的伊拉克人逃入土耳其山区ꎬ 美国

一些非营利组织为这些难民提供了救援和食品ꎬ 并采取行动使之能够重返

家园并重新开始新的生活ꎮ 对于进入美国的难民安置的选择及数量ꎬ 非营

５８４第九章　 非营利组织与美国对外政策

①

②

③

“Ｓａｍａｒｉｔａｎ􀆳ｓ Ｐｕｒｓ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Ｆｌｏｏｄ Ｖｉｃｔｉｍ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ｃｎ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ｌｏｃａｌ / Ｓａｍａｒｉｔａｎｓ － Ｐｕｒｓｅ － ａｉｒｌｉｆｔｓ － ｒｅｌｉｅｆ －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 ｆｒｏｍ －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 ｔｏ －

Ｎｏｒｔｈ － Ｋｏｒｅａ － １２９０３０３９３.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１. １. ３０.

Ｈｅｌｇａ Ｂａｉｔｅｎｍａｎｎꎬ “ＮＧＯ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ｆｇｈａｎ Ｗａｒ: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ｉｄ”ꎬ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１２ꎬ Ｎｏ. １ (Ｊａｎ. ꎬ １９９０)ꎬ ｐ. ８２.

Ｆｉｏｎａ Ｔｅｒｒｙꎬ Ｃｏｎｄｅｍｎｅｄ ｔｏ Ｒｅｐｅａ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７４ － ７５.



利组织有很大影响ꎮ 美国每年移民配额的 ８％是留给难民的ꎮ 美国政府提

供财政上的帮助ꎬ 但每一名难民的安置均是由民间志愿服务团体与国会、
联邦政府负责人口、 难民和移民事务的机构、 联邦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及全

美各地的社区合作完成的ꎮ
第三ꎬ 参与美国政府在世界其他各国开展的各种公共外交活动ꎬ 推动

美国与其他国家间的人员、 教育与文化交流ꎬ 扩大美国的文化影响力ꎮ 由

于其不同于政府的特点ꎬ 非营利组织在东道国享有的自由及其在这些国家

人民中获得的信誉ꎬ 都可能是美国政府官员或外交官所缺少的ꎮ 它们似乎

更能代表美国及其人民与其他国家民众进行对话和跨文化的交流ꎮ “通过

它们的项目———其目标是外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已经

与东道国的执政党和反对党、 公民社会团体、 媒体和意见领袖开展了广泛

的互动ꎬ 并获得了对它们的了解ꎮ 在政府集中关注决策者和国家层面的双

边关系的时候ꎬ 非营利组织则聚焦于非精英、 草根阶层ꎬ 甚至是反叛

者ꎮ”① 非营利组织的活动能够更直接地影响外国公众ꎮ 通过参与对其他

国家的公共外交活动ꎬ 它们在逐步影响着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ꎬ 扩大着

美国的文化影响ꎮ
第四ꎬ 在落后地区和国家ꎬ 积极配合和支持美国政府的政策ꎬ 参与经

济与发展援助ꎬ 推动当地环境保护、 减贫与可持续发展ꎬ 开展传染性疾病

的防治及医疗和健康教育等活动ꎮ
第五ꎬ 在转型国家ꎬ 积极支持和参与公民教育、 选民教育、 选举援助

与选举监督、 公民社会培育等活动ꎮ
非营利组织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具体执行者ꎬ 对于美国实现预期政策

目标、 扩大美国的国际影响力、 实现和扩展美国的国家利益发挥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ꎮ 本节主要通过考察非营利组织在美国开展对外发展援助和扩展

民主的过程中的活动ꎬ 来说明它们在美国对外政策实施过程中所发挥的

作用ꎮ

(一) 非营利组织与美国的对外援助

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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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ꎬ 欧洲满目疮痍ꎮ 在美苏冷战开始的背景下ꎬ 美国积极通过 “马歇尔

计划” 援助西欧国家ꎬ 特别是复兴法、 德ꎻ 同时ꎬ 也积极援助像希腊和

土耳其这样的面临革命形势的国家ꎬ 遏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影响

力的扩张这一战略意图非常明显ꎮ 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在第三世界非殖民

化浪潮日益发展、 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情况下ꎬ 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

助侧重于发展援助ꎬ 其目的是消除共产主义 “滋生” 的土壤ꎬ 与苏联争

夺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力ꎮ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ꎬ 人们对 “发展” 的内

涵的认识发生了变化ꎬ 发展不再仅仅意味着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ꎬ 它还意

味着社会进步、 教育发展、 医疗卫生条件改善ꎬ 以及治理的进步ꎬ 等等ꎮ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ꎬ 随着非洲、 拉丁美洲和东欧、 苏联地区

民主转型的发生ꎬ 公民社会发展、 民主制度建设也成为对外援助的重要内

容ꎮ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ꎬ 对外援助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 是美国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ꎮ 无论是军事援助、 经济援助ꎬ
还是所谓的发展援助ꎬ 再到后来的 “民主援助”ꎬ 无一不包含着美国维护

自身在全球和地区战略利益的意图ꎮ
关注对外援助与发展问题的非营利组织对美国外交的参与ꎬ 与美国对

发展问题的理解和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发展演变有密切关系ꎮ 非政府、 非

营利性组织在美国对外援助中的作用ꎬ 最初是鲜为人知的或者不清晰的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ꎬ 美国把非营利组织引入对外发展援助活动ꎬ 特别

是赈灾援助活动之中ꎮ 对于非营利组织在战争期间及战后开展的救济和复

兴项目ꎬ 美国政府都提供了资助ꎮ １９４６ 年设立的志愿对外援助咨询委员

会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ꎬ ＡＣＶＦＡ) 成为一个联系

美国政府与民间志愿性、 非营利性组织的超党派机构ꎬ 它为志愿服务团体

和志愿者提供了一种更多了解美国政府援助项目的途径ꎬ 同时也为他们开

展活动提供建议ꎬ 有时还能调解美国国际开发署与志愿团体之间的歧见ꎮ
非营利组织领导人在该委员会内定期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领导人及其他官

员就突出问题进行讨论ꎬ 并反馈给其他非营利组织ꎮ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６０ 年代和 ７０ 年代大部分时间里ꎬ 非营利组织在美国对外发展援助活动中

还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ꎮ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起ꎬ 国会评价美国对外援

助项目时日益强调要介入第三世界贫困地区的发展活动ꎬ 并强调要加强对

当地组织及与之合作的美国组织的援助ꎮ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随着非营利

组织在美国国内的成长及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发展变化ꎬ 非营利组织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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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外援助特别是发展援助中已处于中心位置ꎮ
冷战结束后ꎬ 为应对苏联地区以及东欧国家民主转型的新形势ꎬ 美国

对外援助政策做出了调整ꎬ 由单纯提供援助物资等转向对象国制度和能力

建设的援助ꎮ 美国对外援助圈达成了一个较普遍的共识ꎬ 即 “由活跃的

运作型民间志愿组织在南方国家草根层次上提供服务的时代过去了”ꎬ 克

林顿政府的对外援助政策 “植根于加强民主制度和开放的市场经济ꎬ 还

要求建设强有力的私营志愿部门 (公民社会)”ꎮ① １９９３ 年美国国际开发

署与 “联合行动” (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合作建立了联合工作小组ꎬ 研究草拟一

个新的关于国际开发署—民间志愿组织伙伴关系的政策声明ꎮ 它们的研究

报告 «建立一种更高效伙伴关系的政策»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ａ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
ｎｅｒｓｈｉｐ) 中的建议被采纳ꎮ②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 １２ 日ꎬ 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式采

纳了 «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民间志愿组织伙伴关系政策指南» (以下简

称 «指南»)ꎮ «指南» 成为指导和规范美国国际开发署与相关非营利组织

之间的关系的原则性文件ꎮ 该文件强调ꎬ 在提供对外援助时必须加强公共

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ꎻ 美国私营志愿组织能够帮助其通过建立有效

的合作关系并发挥能力建设作用ꎬ 不断提高当地非营利组织的作用、 重要

性和能力ꎮ 在 ２１ 世纪里ꎬ 国际发展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ꎬ 国家的作用变

小了ꎬ 而非国家行为体包括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变大了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前美国

国际开发署助理署长卡罗尔􀅰阿德尔曼 (Ｃａｒｏｌ Ａｄｅｌｍａｎ) 在 «对外援助

的私有化: 重新评估国家的慷慨» 一文中也指出: “在过去 １０ 年里ꎬ 来

自基金会、 私营志愿组织、 公司、 大学、 宗教团体及个人直接给予外国贫

穷的家庭成员等的私人捐赠已远远超过了美国政府的援助􀆺􀆺在这第三波

对外援助中ꎬ 私人的金钱在发挥着重要作用ꎮ”③

美国国际开发署 (ＵＳＡＩＤ) 是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经济、 发展及人道

８８４ 美国公民社会的运行与管理

①

②

③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Ｓｈｏｌｅｓ ＆ Ｊａｎｅ Ｃｏｖｅｙꎬ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ＳＡＩＤ ＆ ＰＶＯ / ＮＧＯ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ꎬ

ＩＤＲ Ｒｅｐｏｒｔｓꎬ Ｖｏｌ. １２ꎬ Ｎｏ. １ꎬ ｐ. ７.

“联合行动” (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是美国志愿国际行动委员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的简称ꎮ 它是美国最大的致力于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扶贫、 救灾和发展援助项

目的非营利组织联合体ꎬ 现有成员组织 １８０ 多个ꎬ 总部设在首都华盛顿ꎮ 更多详情可见其官方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ｒｇ / ꎮ

Ｃａｒｏｌ Ａｄｅｌ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ｒｇｅｓｓｅ”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８２ꎬ Ｎｏ. ６ (Ｎｏｖ. / Ｄｅｃ.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９ － １０.



主义援助的一个联邦政府机构ꎮ 它主要通过与其他组织的合作提供对外援

助ꎮ 这些组织主要包括三类: 非营利组织和营利性公司、 政府部门 (包
括受援国政府部门和美国政府部门) 及国际组织ꎮ 美国政府部门中涉及

对外援助工作较多的部门还有国务院、 农业部等部门ꎬ 它们在政策、 项目

等方面与国际开发署都有密切合作或联系ꎮ 非营利组织包括教育机构、 合

作发展组织和私营志愿组织ꎮ
美国对外发展援助大部分是通过非营利组织和营利性公司进行的ꎮ 起

初ꎬ 这些组织主要是与国务院、 国际开发署、 农业部或各驻外使馆等部门

合作ꎬ 把美国各种非军事对外援助分送到受援助的对象那里ꎬ 或者是对象

国的民众、 组织ꎬ 或者是国家机构ꎮ 但随着美国对外援助政策、 援助内容

与形式的发展ꎬ 这些组织已不再仅仅是援助的分送者或服务的提供者了ꎬ
而是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受援助国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之中ꎮ 这主

要是因为人们对于发展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了ꎮ 发展ꎬ 不单单是减贫和

经济发展ꎬ 更重要的是ꎬ 它还意味着国家治理的进步和人的素质的提高ꎬ
特别是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的建设ꎮ 美国对外援助ꎬ 除了经济层面的援助

外ꎬ 对推动受援助国的社会与制度建设方面的关注越来越多ꎮ 相应地ꎬ 这

些组织的作用和角色也在发生转变ꎬ 从提供短期救济向规划和实施长期发

展项目转变ꎮ 它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支持受援助国非营利组织发展、 教育

与医疗服务的提供、 国家制度建设 (如对法官等的培训、 民主制度下的

司法制度建设等) 等活动之中ꎮ 美国国务院、 国际开发署、 农业部等部

门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越来越多ꎮ
在对外援助问题上ꎬ 美国国际开发署与非营利组织之间是合作、 协

调、 互补的ꎬ 二者是相互尊重的ꎮ 在寻求发展和人道主义目标方面ꎬ 非营

利组织与国际开发署是一致的ꎮ 美国国际开发署与非营利组织之间是以二

者在很多问题上的共识的为基础的: 致力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 社会和

政治发展ꎬ 以解决性别、 年龄、 种族及其他影响参与发展进程和发展结果

的可持续性的重要问题ꎻ 强调以社区为基础解决社会、 经济和环境问题的

办法的重要性ꎻ 普遍认为高效的发展与可持续的发展是相同的ꎻ 一致认为

人道主义援助应该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ꎻ 都强调

繁荣的私营部门的重要性ꎻ 参与性发展能够强化公民社会的基本结构ꎬ 并

为基础广泛的公正的发展提供机会ꎻ 坚持自助原则ꎬ 相信发展中国家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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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兴起的民主国家的人们希望改善他们的生活ꎮ① 正是基于这些共识ꎬ 美

国国际开发署与非营利组织能够实现良好的合作ꎮ
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具体实施ꎬ 从国务院、 农业

部、 特别是国际开发署获得大量资助ꎮ 美国国际开发署主要以三种基本的

机制通过从事海外活动的非营利组织提供与发展有关的物品和服务: 项目

拨款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ｇｒａｎｔｓ)、 合作协议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和合同 (ｃｏｎ￣
ｔｒａｃｔｓ)ꎮ 项目拨款这一机制使接受拨款的组织能够自由地开展协议规定的

发展项目而不受国际开发署的干预ꎮ 项目拨款把实施的责任全部赋予私营

志愿组织ꎬ 它们通常是多年项目ꎬ 要求私营志愿组织分担成本ꎮ 在合作协

议这一机制下ꎬ 虽然参与其中的非营利组织在实施对外援助项目时有很大

独立性ꎬ 但国际开发署会比较深度地介入其中ꎬ 以便确保项目的实施能够

达到项目要求、 实现项目目标ꎮ 在 “合同” 这一机制下ꎬ 美国国际开发

署决定援助活动的要求和标准ꎬ 在合同实施期间不断提供技术指导ꎮ 通过

“合同”ꎬ 国际开发署能够对项目的实施费用有更大控制权ꎬ 情况允许时

它可以单方面终止协议ꎮ 实际上ꎬ 国际开发署向非营利组织提供资助的机

制是非常灵活的ꎮ 除了标准的 “项目资助” “合作协议” 和 “合同” 外ꎬ
国际开发署还通过其他方式利用非营利组织开展对外援助ꎮ② 除了直接为

非营利组织提供资助外ꎬ 美国国际开发署还通过其他组织间接向私立志愿

组织提供大量资助ꎮ 非营利组织为获得国际开发署的资助ꎬ 必须在国际开

发署人道主义响应局下的 “私营与志愿合作办公室” (ＰＶＣ) 注册ꎮ 哈佛

大学两位学者雷切尔􀅰Ｍ. 麦克利里 (Ｒａｃｈｅｌ Ｍ. ＭｃＣｌｅａｒｙ) 和罗伯特􀅰Ｊ.
巴罗 (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Ｂａｒｒｏ) 的统计和研究表明ꎬ 从 １９３９ 年到 ２００４ 年ꎬ 在美国

政府部门注册参与国际救援和发展活动的私立志愿服务团体共有 １６３８
个ꎮ③ 在美国国际开发署注册、 符合实施对外援助计划条件的非营利组

织ꎬ １９８０ 年有 １５３ 个ꎬ １９９８ 年有 ４２４ 个ꎬ １９９９ 年有 ４２５ 个ꎬ ２０００ 年有

０９４ 美国公民社会的运行与管理

①

②

③

ＵＳＡＩ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ꎬ ＵＳＡＩＤ － Ｕ. Ｓ. ＰＲＯ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 Ａｐｒｉｌ １３ꎬ １９９５ꎬ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６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１ － ３.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ＵＳＡＩＤ Ｒｅｌｉｅｓ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ｏｎ Ｎｏｎ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ꎬ ｂｕｔ Ｂｅｔｔｅｒ Ｄａｔａ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１１ － １４.

Ｒａｃｈｅｌ Ｍ. ＭｃＣｌｅａｒｙ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Ｂａｒｒｏꎬ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 １９３９ － ２００４”ꎬ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３７ꎬ Ｎｏ. 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ꎬ ｐ. ５２０.



４３７ 个ꎬ ２００５ 年有 ５１０ 个ꎬ ２００８ 年有 ５４４ 个ꎬ ２０１０ 年有 ６７１ 个ꎬ ２０１１ 年

有 ５８６ 个ꎮ① １９８６ 年 «对外援助拨款法» 规定ꎬ 美国任何私立和志愿组

织ꎬ 如果从美国政府之外得到的用于国际活动的资助低于年度资助的

２０％ ꎬ 都不能得到根据 «发展援助法» 提供的拨款或其他任何资助ꎮ 这

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调动社会资源进入美国对外援助活动ꎬ 扩大美

国对外援助政策的效果ꎮ
非营利组织对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第一ꎬ 作为对外

援助政策的倡议者和支持者ꎬ 表达它们对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看法、 立场

和建议ꎬ 为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定提供信息和政策咨询ꎻ 第二ꎬ 作为美

国外援助政策实施者ꎬ 或服务的提供者ꎬ 参与美国政府对外援助项目和计

划的实施ꎮ
１􀆰 对外援助政策的倡议者和推动者

关注其他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与发展问题的美国非营利组

织ꎬ 由于对对象国关注较多ꎬ 对那里出现或存在的发展、 贫困、 灾变等问

题有最具体和直接的感受ꎬ 它们往往会从自身的使命出发ꎬ 参与到援助对

象国的活动之中ꎮ 它们也成为美国具体对外援助政策的倡议者和推动者ꎮ
同时ꎬ 美国一些关注其他国家社会与发展问题的非营利组织的成立ꎬ 与美

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发展变化也有密切关系ꎮ
众多关注对外援助的非营利组织ꎬ 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主要是关

注特定议题、 支持援助特别目标的组织ꎮ 在支持对外援助的非营利组织

中ꎬ 这一类数量最多、 发展最快ꎻ 另一类是关注和支持援助特定国家、 地

区或种族的组织ꎮ 实际上ꎬ 很多组织关注的议题非常广泛ꎬ 不同组织之间

也经常进行着各种形式的合作ꎮ
非营利组织对特定议题的关注与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不同时

期面临的发展问题密切相关ꎮ 有的组织本身就是为应对这些问题而成立

的ꎬ 或其使命和目标就是致力于解决或应对这些问题ꎮ 支持援助特定目标

的组织ꎬ 往往由于其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和积极的活动能力ꎬ 其影响力往

往也比较突出ꎮ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 第三世界落后国家和地区频繁的内

战、 严重的饥荒和世界性的粮食危机等问题都引起了美国非营利组织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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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ꎮ 一些非营利组织也应运而生ꎮ 它们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外发展援助的

倡导者ꎮ 到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面对世界范围内的饥荒、 灾难和食品短

缺ꎬ 美国对对外援助的看法有所转变ꎬ 调整了对外援助政策ꎮ 美国国内出

现了许多致力于缓解或解决饥荒问题的非营利组织ꎬ 如粮食救济饥民协会

(Ｆｏ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ｕｎｇｒｙꎬ １９７１ 年)、 施世面包组织 ( Ｂｒｅａ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
１９７２ 年)、 粮食和发展政策研究所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
ｃｉｅｓꎬ １９７５ 年成立ꎬ 后改名为 Ｆｏｏｄ Ｆｉｒｓｔ) 和反饥饿行动组织 (Ａｃｔｉｏｎ ａ￣
ｇａｉｎｓｔ Ｈｕｎｇｅｒꎬ １９７９ 年) 等ꎬ 它们都支持美国对外进行以发展为目标的援

助ꎮ 它们开始针对发展议题游说国会ꎬ 对媒体发声ꎬ 组织群众性运动ꎬ 呼

吁政府有针对性地提供援助ꎮ
在支持特定援助目标的非营利组织中ꎬ 支持计划生育或环境保护的组

织影响很大ꎮ １９６５ 年成立的 “人口行动国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自成立起就致力于支持妇女和家庭采取避孕手段以改善其健康状

况、 降低贫困及保护环境ꎬ 其研究和支持加强了美国和国际社会对计划生

育的援助ꎮ １９６８ 年成立的阿兰􀅰哥特玛琪研究所 (Ａｌａｎ Ｇｕｔｔｍａｃｈｅｒ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ꎬ 起初名为 “计划生育项目发展中心”ꎬ １９７７ 年改用现名) 也致力于

通过一些研究、 政策分析和公众教育ꎬ 生产新思想ꎬ 鼓励公共辩论ꎬ 推动

实施适当的政策ꎬ 推动保护性和生殖健康与权利ꎮ 类似组织的出现ꎬ 反映

了美国社会各界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社会与发展问题的关注ꎮ 它

们成立后也成为推动美国政府广泛开展对外援助的重要力量ꎮ 正是由于来

自非营利慈善组织、 私立基金会、 美国知名人士及国会重要议员的压力ꎬ
再加上世界性粮食危机ꎬ 促使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在 １９６５ 年的国情咨

文中宣布美国政府将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计划生育ꎮ① 在这些组织的推动

下ꎬ 美国政府从 １９６５ 年起也一直把在发展中国家支持计划生育、 生殖健

康和人口项目作为其对外援助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艾滋病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危及世界人民健康的一种严重的传染性疾病ꎬ 国际社会对于艾滋

病的传播与防治都高度关注ꎮ 这也是美国政府和非营利部门关注的一个重

要问题ꎮ 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政府采取行动ꎬ 与艾滋病做斗争ꎬ 美国一些

非营利组织提供了资金ꎬ 以在全球范围内预防艾滋病、 治疗艾滋病患ꎮ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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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利组织成为推动美国政府积极援助这些防治艾滋病传播和蔓延的重要力

量ꎬ 它们促使美国政府制订了 “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 (ＰＥＰ￣
ＦＡＲ)ꎬ 并于 ２００３ 年在国会通过ꎮ

一些关注和支持特定国家、 地区或种族集团的非营利组织ꎬ 对美国对

外援助政策的影响也很大ꎮ 一些与族裔、 宗教有密切关系的非营利组织ꎬ
往往会积极推动对它们偏好或与之有某种种族或宗教联系的国家的援助ꎬ
最为典型者莫过于强大的亲以色列非营利组织———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

员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ＡＩＰＡＣ)ꎮ 它有一个庞大的

草根网络ꎬ 有成员 １０ 万人ꎬ 分布在整个美国ꎮ 这些成员中有很多人是他

们所在社区的领导人ꎬ 而且很强烈地致力于组织的使命ꎮ 美国以色列公共

事务委员会积极游说国会ꎬ 确保一年中与国会每一位议员就重要议题至少

联系一次ꎬ 与国会中在制定会影响以色列的援助及其他立法时会发生关键

作用的议员的联系更多ꎮ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组织性强ꎬ 其草根成

员有影响力而且很活跃ꎬ 这使得它在对外援助问题上能够对国会和行政部

门产生很大的影响ꎮ 它对对外援助拨款的支持被普遍认为对年度立法的通

过是至关重要的ꎮ① １９７３ 年的 “赎罪日战争” 后ꎬ 美国开始向以色列提

供大量援助ꎬ 帮助其重新武装ꎮ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成员在游说国

会支持向以色列提供援助方面非常积极ꎬ 他们会向很多对援助问题漠不关

心的或不愿意投票支持对外援助的国会议员提出一个支持对外援助的理

由ꎮ 其他诸如希腊裔美国人、 波兰裔美国人、 非裔美国人、 亚美尼亚裔美

国人、 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裔的美国人及其他族裔的美国人也会积极游说ꎬ
促使美国向他们所支持的国家或地区提供援助ꎮ

对外援助一直是美国政治中争论不休的议题ꎮ 作为美国对外援助政策

的支持者和推动者ꎬ 非营利组织经常会依据美国政治中立法、 行政、 司法

部门之间的权力划分ꎬ 利用各部门的矛盾ꎬ 以各种方式去影响美国对外援

助政策ꎮ 非营利组织经常采用的做法是直接游说行政部门官员和国会议员

及他们周围的工作人员ꎬ 或者在行政部门或国会内部寻找盟友ꎻ 就相关议

题在国会做证也是非营利组织影响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式ꎻ 它

们还通过向公众提供信息ꎬ 动员公众的压力ꎬ 通过公共事件及通过会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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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编辑等引起媒体对它们的议题的注意ꎻ 有些组织会通过负面宣传或通

过影响其成员的竞选支持的方式ꎬ 来惩罚反对它们的观点的国会议员ꎮ 在

可能的情况下ꎬ 它们会与其他组织、 国会议员和行政部门官员做交易ꎬ 在

其他问题上支持他们以换取对他们认为重要的援助议题的支持ꎮ① 在涉及

对外援助的国内政治争论中ꎬ 非营利组织经常会成为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国

内政治中的同盟军ꎮ 比如ꎬ 冷战结束后ꎬ 克林顿政府试图减少财政赤字ꎬ
削减对外援助预算首当其冲ꎮ 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也进一步通过立法手段ꎬ
削减这方面的预算ꎮ 发展援助在美国对外援助议程中的重要性下降ꎬ 其预

算被大幅削减ꎮ 国务院甚至试图把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入国务院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美国国务卿建议由副总统领衔研究把国际开发署并入国务院的问题ꎮ 美国

国际开发署不愿被并入国务院ꎬ 于是就寻求行政部门内部、 国会、 媒体及

非营利组织中反对合并者的支持ꎮ １９９７ 年ꎬ “联合行动” 发起了 “百分之

一运动” (Ｊｕｓｔ １％ )ꎬ 告诉美国公众美国对外援助的真实数目不到联邦预

算的 １％ ꎬ 并试图说服国会和行政部门停止和扭转发展援助的削减ꎮ 为了

把想告诉国会的信息传播出去ꎬ “联合行动” 与所有成员组织进行非常密

切的合作ꎬ 它们都向国会传递同样信息ꎮ 由 ３５０ 位美国商界领袖组成的

“美国全球领导运动” 组织 (Ｕ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也把减少援

助说成是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地位的威胁ꎮ 国际经济发展商业联盟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的建立ꎬ 目的也

是游说增加援助ꎮ② 美国国际开发署有时也会为某项政策而寻求非营利组

织的支持或声援ꎮ 比如ꎬ 美国国际开发署主要关注对外发展援助问题ꎬ 它

经常要抵制国务院试图把资金用于外交目的的压力ꎮ 为此ꎬ 国际开发署经

常会寻求关注发展和救济问题的非营利组织的支持ꎬ 以支持发展问题ꎮ 美

国社会中有一些关注救济、 发展及相关问题ꎬ 如环境、 人口和计划生育、
妇女权益、 艾滋病等问题的非营利组织组成了 “援助游说团体”ꎬ 其中有

的是教会的分支组织ꎬ 有的是大学ꎬ 有的是提供服务的组织ꎬ 有的是纯粹

的支持团体ꎬ 还有一些思想库也把它们的部分或全部工作集中在对外援助

上ꎮ 这些组织组成一个松散的网络ꎬ 进行合作ꎬ 游说政府采取更高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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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ꎬ 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发展提供援助ꎮ①

２􀆰 援助政策的实施者

美国对外进行的绝大多数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不是由政府工作人员直

接展开ꎬ 而是由与美国国务院、 国际开发署、 国防部、 财政部和农业部等

政府部门密切合作的各种非营利组织ꎬ 如非营利性的服务承包商、 咨询公

司、 人道援助机构、 大学或慈善性民间志愿团体等开展各种项目实施的ꎮ
这些非营利组织成为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具体实施者ꎮ 它们对援助项目的

设计、 组织和实施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实际效果ꎮ
有研究指出ꎬ 美国把全球发展援助的大约 ４０％ 分配给了非营利组织ꎮ 比

如在非洲肯尼亚ꎬ 美国国际开发署管理的援助项目大约 ９０％ 是通过私营

部门 (包括企业和非营利组织) 提供的ꎮ②

美国对外粮食援助主要是通过非营利组织提供的ꎮ 美国的相关法案也

规范了这些组织作为对外粮食援助政策具体实施者的地位ꎮ １９４９ 年的

«农业法» 第 ４１６ 款 (ｂ) 最早对国际粮食援助做出了规定ꎮ １９５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ꎬ 美国国会通过 «农产品贸易发展及援助法» (Ｐ. Ｌ. ４８０)ꎮ 该法第

二条 (Ｔｉｔｌｅ ＩＩ) 授权捐赠农产品物资ꎬ 以满足救济需求及用于缓解饥荒、
疾病和死亡之根源的活动ꎻ 要求根据本条提供的物资的至少 ７６％ 要用于

支持私人志愿组织或政府间组织开展的非紧急状态的发展项目 [肯尼迪

时期ꎬ 该法改名为 «粮食促进和平法» (Ｆｏｏｄ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Ａｃｔ)]ꎮ 根据这一

法案设立的 “粮食促和平项目” 是美国政府开展其国际粮食援助的主要

机制ꎮ １９８５ 年的 «粮食促进步法» 也对国际粮食援助做出明确规定ꎮ 根

据该法设立的 “粮食促进步项目” 由美国农业部管理ꎬ 主要是向发展中

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提供捐赠或赊卖美国产品ꎬ 以支持民主ꎬ 扩展私营企

业ꎮ 现在该项目下的所有粮食援助都是以捐赠形式提供的ꎮ 实施援助项目

的组织提出对某些产品的要求ꎬ 农业部从美国市场购买这些产品ꎬ 然后捐

赠给实施援助项目的组织ꎬ 并把这些产品运往受援国ꎮ １９９０ 年 «农业发

展与贸易法» (Ｐ. Ｌ. １０１ － ６２４) 第 １５ 条对粮食援助做出了一些修改ꎬ 其

中包括强调提高急需国家的粮食安全这一目标ꎮ 该法案授权私人志愿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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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ａｒｏｌ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Ｔｈｅ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１０２ － １０３.

Ｊｕｌｉｅ Ｈｅａｒｎꎬ “Ｔｈｅ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ＮＧＯ: ＵＳ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ｌ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Ｋｅｎｙａ”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３２ꎬ Ｎｏ. １ (Ｆｅｂ. ２００２)ꎬ ｐ. ３４.



利用粮食开展各种活动ꎬ 以实现这一目标ꎬ 包括解决营养不良和疾病的根

源、 促进经济发展等ꎮ １９９８ 年 «非洲希望种子法» 授权设立埃默森人道

信托基金 (Ｂｉｌｌ Ｅｍｅｒｓ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Ｔｒｕｓｔ)ꎬ① 规定储备高达 ４００ 万吨小

麦、 玉米、 高粱和大米ꎬ 以备发展中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美国国内供应短

缺时确保完成 ４８０ 号公法规定的粮食援助ꎮ ２００２ 年 «农场安全与农村投

资法» (Ｐ. Ｌ. １０７ － １７１ 之第 ３１０７ 款) 授权设立 “麦戈文—多尔国际教育

和儿童营养食品计划” (ＭｃＧｏｖｅｒｎ – Ｄｏ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帮助支持教育、 儿童发展及世界上最贫穷的

一些儿童的食品安全ꎻ 它还授权向低收入、 粮食短缺的国家捐赠美国农产

品ꎬ 并提供相关的财政和技术援助ꎬ 以开展学校膳食供应及母婴营养

项目ꎮ
在对外援助项目实施过程中ꎬ 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农业部等有密切合

作关系的非营利组织有: “农业合作发展国际” / “海外合作援助志愿者”
组织 (ＡＣＤＩ / ＶＯＣＡ)、 安泽国际救援协会、 “关怀非洲” 组织 ( Ａｆｒｉ￣
ｃａｒｅ)、 贝蒂救援联盟 (Ｂａｔｅｙ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美国救援合作组织、 天主

教救济会、 “城市希望国际” ( Ｃｉｔｉｈｏｐ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 互援国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国际布道团 (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ｎｉｓ￣
ｔｒｙ)、 “喂养儿童” 组织 ( Ｆｅ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粮食救济饥民国际协会

(Ｆｏ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ｕｎｇ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国际人类发展伙伴关系” 组织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国际救援小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Ｒｅｌｉｅｆ Ｔｅａｍｓ)、 “国际美慈” 组织 (Ｍｅｒｃｙ Ｃｏｒｐｓ)、 “星球援助” 组织

(Ｐｌａｎｅｔ Ａｉｄꎬ Ｉｎｃ. )、 “项目关注国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提

格里救援协会 (Ｒｅｌｉｅ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Ｔｉｇｒａｙꎬ ＲＥＳＴ)、 救助儿童基金会 (Ｓａｖ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英国救助儿童会 (Ｓａｖ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ＵＫ)、 联

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世界宣明会、 “世界互助” 组织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ｌｐ)、 国

际社会援助基金会 ( ＦＩＮＣ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技术服务” 组织 ( Ｔｅｃｈ￣
ｎｏＳｅｒｖｅ)、 阿加􀅰汗基金会 (Ａｇａ Ｋｈａ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蓝多湖” 组织

(Ｌａｎｄ Ｏ'Ｌａｋｅｓ)、 国际救援与发展组织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保护生命” 组织 (Ｓｈｅｌｔｅｒ ｆｏｒ Ｌｉｆｅ) 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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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前身是 １９８０ 年 «农业法» 第三条授权设立的 “粮食安全小麦储备” (ＦＳＷＲ) 和 １９９６

年农业法授权设立的 “粮食安全商品储备” (ＦＳＣＲ)ꎮ



非营利组织负责粮食援助项目的规划、 组织、 实施、 控制和评估ꎮ
最初ꎬ 非营利组织主要通过慈善性救济活动提供粮食援助ꎬ 特别是紧急

状态下的粮食援助ꎬ 这些活动也没有长远影响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期间ꎬ
美国国际开发署推动非营利组织从简单的粮食分发转向利用粮食援助资

源开展长期的发展项目ꎮ 非营利组织关注的主要是地方层次的那些能够

短期内对贫困人口产生影响的小型发展项目ꎬ 以在社区或个人层次上解

决粮食安全问题ꎮ 它们的活动包括: 参与粮食分发ꎬ 直接为其提供粮

食ꎻ 推销商品ꎬ 换取当地货币ꎬ 以开展其他形式的项目ꎬ 解决缺乏食品

安全的根本原因等ꎮ 虽然美国相较于其他国家有很多非营利组织参与对

外粮食援助活动中ꎬ 但这些非营利组织的人力、 物力资源毕竟是有限

的ꎬ 它们也无法直接把粮食分发到受益者手中ꎬ 而是与受援国当地政

府、 非营利组织、 教会、 学校等建立起一个联系网ꎬ 形成分发网络ꎮ 通

过这样的联系网ꎬ 美国的这些非营利组织的能量可以被扩大ꎬ 援助就可

以尽可能分发到那些贫困和急需粮食援助的人们手中ꎬ 为他们改善生活

状态、 实现进一步发展提供一线希望ꎮ
美国非营利组织在受援国针对当地情况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旨在推动当

地发展的援助活动ꎮ 它们通过粮食援助来支持许多发展事业的项目ꎬ 如健

康、 教育、 小企业发展、 环境保护、 基础设施建设、 民主制度发展等ꎮ 在

健康领域ꎬ 非营利组织开展的项目有: 营养学教育、 免疫及儿童生存、 饮

用水及卫生系统、 学校食品供应、 母子健康项目ꎮ 比如ꎬ 母子健康项目的

目的是为儿童、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提供粮食ꎬ 以确保他们有足够的食物ꎬ
改善其营养状况ꎻ 学校膳食供应项目主要是为学生提供食物以改善他们的

健康状况、 学习能力、 入学人数和营养状况ꎬ 并为参与培训课程的成年人

提供食物ꎮ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ꎬ 非营利组织主要通过组织以工代赈项

目ꎬ 为参加诸如建设校舍、 修筑道路和农田灌溉系统及水库等水利设施、
开挖水井或土地改善项目 (包括再造森林和修建梯田) 等社会建设项目ꎬ
为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当地居民提供口粮或食物ꎮ 非营利组织还根据受援

国实际情况ꎬ 开展一些诸如森林保护、 水土保持等与发展问题有关的项

目ꎮ 另外ꎬ 它们还通过紧急状态项目为遭受战争、 洪涝、 饥荒及其他人为

的和自然灾害所困的平民分发食品等救援物资ꎮ
一些规模较大的非营利组织关注和参与对外援助的范围非常广泛ꎮ 比

如ꎬ 天主教救济会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就开始关注非洲、 亚洲和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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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ꎬ 提供紧急救援和赈灾服务ꎬ 通过可持续发展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走

出贫困的恶性循环ꎮ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除关注发展问题和天灾人祸后的

救济外ꎬ 天主教救济服务组织还关注一些转型国家的公民社会发展ꎮ 天主

教救济会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 在发生各种自然灾害和复杂的暴力冲突等

危机时ꎬ 主要是对大量难民及其他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救济援助ꎻ 在农业

方面ꎬ 针对世界上最贫穷的农民家庭和农村社会开展了农业与环境项目ꎻ
在教育方面ꎬ 在非洲、 亚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中东和东欧地区

(包括发生危机的国家、 正在从危机走向稳定的国家以及相对稳定的国

家) ８４ 个国家开展了支持学校食品供应项目和一些推动和支持高品质基

础教育发展的项目ꎻ 在健康方面ꎬ 开展了一些关注婴儿生存、 母子健康、
艾滋病、 饮用水与卫生等问题的项目ꎬ 并开展了健康教育活动ꎮ 天主教救

济会于 １９８６ 年开始在泰国曼谷开展了第一个艾滋病项目ꎮ 后来ꎬ 在非洲、
亚洲和拉丁美洲 ６２ 个发展中国家最贫穷、 最容易受到艾滋病威胁的地区

开展了 ２８０ 多个艾滋病防控项目ꎮ 又如ꎬ 安泽国际救援协会在非洲、 中美

洲和加勒比地区、 东亚、 南亚、 欧洲、 南美及南太平洋地区许多国家

(其中包括非洲大陆的 ３８ 个国家、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１６ 个国家、 东

亚的 １３ 个国家、 欧洲的 ２７ 个国家、 南美所有国家、 南太平洋所有岛国)
都开展过一些项目ꎮ 这些项目的内容包括: 为遭受战争、 灾难 (如中美

洲的飓风和印度洋的地震、 海啸) 和饥荒困扰的民众提供紧急援助ꎬ 如

分发粮食、 提供紧急避难所等ꎻ 在贫困国家为民众提供蔬菜和农作物栽培

技术培训ꎬ 以可持续的方式减少贫困ꎻ 改善卫生状况ꎬ 进行卫生和健康教

育ꎬ 包括建立诊所、 资助修建公共厕所、 开挖水井提供清洁饮用水、 为母

亲提供健康和营养知识培训等ꎮ
美国援外合作组织 (ＣＡＲＥꎬ 也译为 “关爱组织”) 也是支持和参与

美国对外援助活动的一个重要的非营利组织ꎮ 除紧急应对天灾人祸时的粮

食救济外ꎬ 它还非常注重解决贫困的根源问题ꎬ 以使受援者能够自力更

生ꎮ 它特别强调关注妇女和儿童ꎬ 以促进持久的社会变革ꎻ 注重对受援国

当地非营利组织的培训ꎬ 以加强其能力ꎻ 重视受援国地方社区和市政建

设ꎬ 推动后者改善地方基础设施、 增加社区参与、 强化市政地方政府提供

基本服务的能力ꎮ ２０１４ 年ꎬ 该组织在 ９０ 个国家开展了 ８８０ 个发展援助项

目ꎬ 涉及基础教育 (包括女童教育)、 母亲与婴儿发展、 家禽养殖、 职业

培训、 粮食安全、 市政发展、 农村重建与微型企业、 地方治理、 环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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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洁饮用水供应、 社会与经济转型ꎬ 受益人口总数约 ７２００ 万人ꎬ 其中

在 ３０ 多个发生自然灾害、 冲突或动荡国家 (地区) 开展的紧急人道主义

救援项目帮助了 ７００ 万人ꎬ 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饮用水、 水资源管理和卫

生 (ｓａｎｉｔａｔｉｏｎ) 项目惠及 ３９０ 万人ꎮ①

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在受援国开展的项目ꎬ 大多是在美国政府部门密切

合作下进行的ꎮ 比如ꎬ 天主教救济会在开展活动时与美国国际开发署、 农

业部以及美洲开发银行进行了密切合作ꎮ ２０１０ 年美国政府资助安泽国际

救援协会用于海外项目的花费包括: 美国政府拨付的物资价值达 ３０４５９２０
美元ꎬ 海路运输费用达 ３９４１７１４ 美元ꎬ 直接拨款达 ２０８２３９９０ 美元ꎬ 间接

拨款达 ６５０９４３８ 美元ꎬ 合同金额达 ９７４８９４ 美元ꎮ②

作为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实施者ꎬ 非营利组织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是巨

大的ꎮ 作为活跃在受援国社会中的力量ꎬ 它们对当地的社会发展与人民需

要比较深切和具体的认知ꎬ 既能准确把握当地急迫的现实需求ꎬ 又能认清

其长远发展的需要ꎬ 这有助于它们更有针对性地设计和实施援助项目ꎻ 它

们关于受援国当地的第一手的信息及它们开展活动的经历ꎬ 可以为美国政

府在制定对外援助政策时提供很好的咨询ꎬ 有助于政府制定符合具体情况

的援助政策ꎮ 美国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援助政策时ꎬ 一般也会充分咨询

非营利组织的建议ꎮ 比如ꎬ 在朱丽娅􀅰塔夫特任助理国务卿时ꎬ 她领导下

的美国国务院人口、 难民和移民事务局用了大约 １ / ３ 的时间会见非营利组

织代表ꎮ 这些非营利组织与人口、 难民和移民事务局合作ꎬ 为难民提供了

国际救济援助ꎬ 并帮助在美国安置难民ꎮ 非营利组织作为美国对外援助政

策的实施者ꎬ 可以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极大地放大美国政府对外援助的影

响与效果ꎮ 在美国国际开发署注册的非营利组织 (民间志愿组织) 每年

从私营部门获得的资助和支持ꎬ 比从美国国际开发署那里获得的多得多ꎮ
这充分说明ꎬ 美国在推行对外援助政策时ꎬ 大大调动了社会的力量ꎮ 冷战

结束后ꎬ 美国国会决定削减对外援助预算ꎬ 因为已没有苏联的威胁需要遏

制ꎬ 也因为受援助政府内充斥着腐败ꎮ 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建立的

国家纷纷要求美国的援助ꎬ 美国国际开发署不得不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

事情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非营利组织作为合作者和援助接受者似乎都很有吸

９９４第九章　 非营利组织与美国对外政策

①

②

ＣＡＲＥ ＵＳＡꎬ ２０１４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ｐ. ２.

ＡＤＲＡ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２０１０.



引力ꎬ 因为它们比传统的政府导向的发展花费更少ꎮ 在国会看来ꎬ 另一好

处是ꎬ 进入外国政府官员腰包的钱少了ꎬ 款项更多地流入了倾向于民主的

公民社会领域ꎮ① 美国非营利组织在促进受援国当地民间组织的能力建设

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ꎬ 也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放大美国对外援助的影响ꎮ
更重要的是ꎬ 美国非营利组织作为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代表ꎬ 深入到受

援国社会内部ꎬ 与之密切的交流ꎬ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扩大美国文化、 价值

观及生活方式对受援国当地人民的影响ꎮ

(二) 非营利组织与美国海外推行民主

在海外推广美国人所理解和认可的民主ꎬ 在美国外交中占有重要位

置ꎮ 尽管推行民主的说法可以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甚至更早的时期ꎬ
但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促进民主的活动才大大扩展

并实现制度化ꎮ 对外扩展民主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ꎬ 也成

为美国对外援助中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ꎮ １９８３ 年ꎬ 美国国会根据里根

总统的建议ꎬ 建立了由联邦政府全额资助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ＮＥＤ)ꎬ 该基金会通过其旗下的四大机

构———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 (ＡＦＬ － ＣＩＯ)、 美国商会、 美

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分别主持的 “民主促进机构” ———美国国际劳工团结

中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国际私营企业

中心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ꎬ ＣＩＰＥ)、 国际共和研究所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ＩＲＩ)、 国际事务全国民主研究所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ＮＤＩ) ———提供资助ꎮ
根据国会制定的 «国家民主基金会条例»ꎬ 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工作目标

主要有: 通过民间机构在世界范围内鼓励自由和民主ꎬ 包括促进个人权

利和自由的行动ꎻ 推动美国民间组织 (特别是美国两大政党、 工会和商

业协会) 与国外民主组织之间的交流ꎻ 促进美国非营利组织 (特别是

美国两大政党、 工会和商业协会及其他民间组织) 参与海外的民主培训

计划和民主制度建设ꎻ 及时采取措施与海外的本土民主力量合作ꎬ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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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选举的作用ꎻ 在支持美国两大政党、 工会和商业协会及其他民间组

织参与促进与海外致力于民主文化价值、 民主机构和组织建设的力量的

合作ꎮ① １９８９ 年ꎬ 国会通过了 «支持东欧民主法案» 以支持该地区的民

主转型ꎮ 美国国际开发署 １９９０ 年的 “民主倡议” 把促进民主作为其核

心目标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国会又通过 «支持自由法案»ꎬ 为在俄罗斯及苏联其

他加盟共和国开展的民主促进项目提供资助ꎮ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民主

援助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已变得非常突出、 非常重要ꎬ 对外扩展民主已

成为两党一致的外交政策ꎮ
美国为援助其他国家的民主转型和建设民主制度投入了大量资源ꎮ 作

为美国海外推行民主活动的 “主力”ꎬ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绝大多数资

金来自美国国会批准的拨款ꎬ 只有极少部分资金来自布兰德利基金会

(Ｂｒａｄｌｅ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怀特海基金会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和欧林基金

会 (Ｏｌｉ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等私立基金会ꎮ 而从资金总额上看ꎬ 美国政府通过

国家民主基金会提供的资助数额相对较少ꎬ 更多的资金是通过美国国际开

发署直接资助那些关注各种形式民主援助的非营利组织开展的项目ꎮ 像卡

特中心、 亚洲基金会 (Ａｓｉ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美国律师协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ａ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ＡＢＡ) 的 “中欧和欧亚法律计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Ｅｕｒ￣
ａｓｉａｎ Ｌａｗ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欧亚基金会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国际人权法小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Ｌａｗ Ｇｒｏｕｐ)、 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ＩＦＥＳ)、 “公民社会、 教育与媒体发

展” 组织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ＩＲＥＸ)、 “自
由之家”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及一些附属于大学的研究中心等非营利性组织

都接受国际开发署的资助ꎬ 针对所谓 “独裁国家” 开展各种推广民主的

项目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ꎬ 美国已通过这些非营利组织实施了大量的选

举监督和民主援助项目ꎮ １９９５ 年起ꎬ 国际共和研究所、 国际事务全国民

主研究所和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共同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签署了一个名为

«支持选举与政治进程联盟» 的协议ꎮ 这是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与选举有

关的项目的主要机制ꎮ １９９５—２００１ 年ꎬ 美国国际开发署通过这一机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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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非营利组织提供了 ８０００ 万美元的资助ꎮ①

美国政府与这些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关系ꎬ 并不仅仅局限于资金支

持ꎮ 乔治􀅰Ｗ􀆰 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 新美国世纪计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ｏｒ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ＰＮＡＣ) 的签约人主管着国家民主基金会ꎮ 尽管它宣

称 “独立” 和 “非政府身份”ꎬ 但美国国务院及其他行政部门依然定期

任命国家民主基金会项目的工作人员②ꎮ 如 “民主项目” 的一个支持者

所言ꎬ “这些私营组织实际上只是它们所服务的国务院的幌子ꎮ” 积极

支持 “颜色革命” 的 “自由之家” 曾长期处在中央情报局前高级策划

人的领导之下ꎬ 或者他们的一些工作人员曾是中情局工作人员ꎮ 在民主

党执政时ꎬ 国际事务全国民主研究所往往是由 “自由主义的鹰派” 或

右翼民主党人操控着ꎮ 国际共和研究所会集了一批共和党极右翼的政治

人物和大金融公司、 石油公司和国防公司的代表ꎮ 选举制度国际基金会

的高级管理人员来自保守的共和党高层、 中央情报局或者军方情报部

门ꎮ “颜色革命” 精英领导者的培训学校———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集

中了一些来自新闻媒体、 美国外交部门及军方的政治战、 公众外交和宣

传领域的专家ꎮ③ 显然ꎬ 美国政府或两党精英阶层通过种种隐秘的形式

实现了对这些非营利组织的掌控ꎮ
美国的这些非营利组织对转型国家民主发展的关注和参与是多方面

的ꎮ 美国国际开发署确立了支持民主和治理的四类对外援助项目: ①促进

对法治与人权的尊重ꎻ ②鼓励发展 “独立和政治上积极的公民社会”ꎻ
③支持透明和负责任的治理ꎻ ④促进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过程进行有意义

的政治竞争ꎮ 这些援助内容本身都是非常广泛的ꎮ 具体来说ꎬ 美国国际开

发署开展的项目主要是: 支持司法改革、 执法、 公民的公平正义、 促进对

人权的尊重和制度发展ꎻ 支持倡导型非营利组织、 独立工会、 记者和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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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公民教育活动等的发展ꎻ 反腐败、 非集中化、 地方政府能力建设、
加强立法部门能力、 公共政策发展、 改善军政关系ꎻ 为选举制度、 法律和

规则建设提供支持和建议ꎬ 关注诸如选民登记、 投票、 计票和争端解决等

问题ꎬ 关注包括选务机构的组成和职权、 选举管理人员的培训ꎬ 选票、 选

票箱及选举物品的设计与调配ꎬ 选民教育与选举人信息ꎬ 以及国内跨党派

选举监督和政党监票 (ｐｏｌｌｗａｔｃｈｉｎｇ) 等ꎮ①

自里根政府以来ꎬ 美国历届政府几乎为所有转型国家或发生冲突的国

家的民主发展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援助ꎬ 许多美国非营利组织参与和实施了

促进这些国家民主发展的项目ꎮ 在冷战后期ꎬ 美国对外扩展民主的主要目

标是推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ꎻ 冷战结束后ꎬ 随着原苏联地区

和东欧国家开始民主转型ꎬ 美国主要是推动这些国家的民主转型走向巩

固ꎮ② 近年来ꎬ 美国又在西亚北非一些国家和乌克兰支持了 “颜色革命”ꎮ
在这些活动中ꎬ 美国的非营利组织都积极参与其中ꎮ

这里仅举两个不同的例子: 一是以卡特中心 (Ｃａｒｔｅｒ Ｃｅｎｔｅｒ) 在全球

范围内开展的选举监督活动为例ꎬ 考察非营利组织参与美国对外推行民主

的广度ꎻ 二是以非营利组织在推动印度尼西亚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为例ꎬ
考察非营利组织参与美国对外推行民主的深度ꎮ

１􀆰 卡特中心的选举监督活动

美国前总统卡特及其领导的卡特中心在实现美国对外扩展民主的政策

目标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ꎮ 卡特在卸任总统之后参与的对外选举监督及民

主援助活动ꎬ 既为国际选举监督及更广泛的民主援助活动树立了典范ꎬ 也

为他个人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ꎮ
１９８７ 年ꎬ 卡特应邀访问海地ꎬ 以帮助海地的选举进程走上正轨ꎮ 从

此卡特及其领导的卡特中心开始了对其他国家的选举监督活动的参与ꎮ
１９８９ 年初ꎬ 在贝克国务卿的支持下ꎬ 卡特同意与前总统福特共同领导由

国际事务全国民主研究所和国际共和研究所组织的两党代表团ꎬ 开展对巴

拿马的选举监督活动ꎮ 在 １９９０ 年尼加拉瓜的总统选举过程中ꎬ 卡特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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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政者与反对派之间进行选举调解ꎮ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ꎬ 他观摩了多米尼加

共和国的选举ꎮ １９９０ 年年底ꎬ 卡特又率选举观察团观摩了海地的选举ꎮ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ꎬ 观摩了圭亚那的选举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ꎬ 卡特率团观摩了赞

比亚的第一次多党选举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卡特和他领导的卡特中心又对圭亚那

的选举进行监督ꎮ 卡特中心早期的选举监督活动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地区

的一些出现国内冲突或不稳定的国家ꎮ 冷战结束后ꎬ 原苏联和东欧地区的

一些国家开始了政治转型进程ꎬ 卡特及其领导的卡特中心更积极、 更广泛

地参与到推进这些地方民主发展的活动之中ꎮ 此后ꎬ 卡特中心的选举监督

活动主要关注的是一些出现民主转型但民主制度尚不巩固的国家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年中ꎬ 卡特中心已监督或观察了 ３８ 个国家的 １００ 次选举ꎬ 其中包

括曾经 １４ 次观摩中国的农村基层选举ꎬ① 以及正在进行之中的对刚果民

主共和国、 缅甸、 尼泊尔、 巴勒斯坦和突尼斯的选举观察ꎮ②

通过广泛参与一系列的选举监督和选举援助活动ꎬ 美国前总统卡特已

经对国际选举监督的发展水平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ꎮ 卡特强调选举前评

估、 选举调解及平行计票 (ＰＶＴ)ꎬ 以制止或检查选举计票舞弊ꎬ 这已成

为选举监督的模式ꎮ 卡特中心也已成为在推动民主发展、 和平与冲突解

决、 人权发展等领域具有全球影响的非营利组织ꎮ
卡特及其领导的卡特中心在其他国家开展选举监督和民主援助活动过

程中ꎬ 既充分利用他个人作为 “人权外交” 倡导者所赢得的地位来推动

选举监督和民主援助活动顺利开展ꎬ 也充分与美国其他非营利组织进行密

切的合作ꎬ 以实现其影响的最大化ꎬ 同时ꎬ 它们还积极利用国际社会其他

国家的资源ꎬ 如除来自美国各领域的资助外ꎬ 它们还设法得到其他国家的

资助ꎻ 除利用和动员来自美国非营利组织的代表外ꎬ 它们还积极争取其他

国家关注民主发展问题、 具有民主经验的人士ꎬ 如民选的官员、 经历过民

主选举洗礼的政要等参与卡特中心开展的选举监督与民主援助项目ꎬ 借以

突出卡特中心开展的选举监督和民主援助活动的独立性、 国际性ꎬ 从而增

强其公正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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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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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３ 卡特中心监督或观摩的外国选举①

３６ 个国家 ８９ 次选举 (数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玻利维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ꎬ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黎巴嫩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柴罗基部落 (Ｃｈｅｒｏｋｅｅ Ｎ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ꎬ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利比里亚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ꎻ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ꎻ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中国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ꎬ ７ 月ꎻ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ꎻ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ꎬ ９ 月ꎻ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ꎬ ８ 月ꎻ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ꎬ １２ 月ꎻ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ꎻ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ꎻ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ꎻ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ꎻ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马里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科特迪瓦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ꎻ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墨西哥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ꎻ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ꎻ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ꎻ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刚果民主共和国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ꎻ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莫桑比克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ꎻ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ꎻ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多米尼加共和国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ꎻ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ꎻ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尼泊尔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ꎻ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东帝汶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ꎻ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ꎻ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ꎻ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尼加拉瓜 (１９９０ 年 ２ 月ꎻ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ꎻ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ꎻ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ꎻ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厄瓜多尔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ꎻ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尼日利亚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ꎻ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ꎻ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ꎻ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埃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ꎻ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ꎻ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埃塞俄比亚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巴拿马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ꎻ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

加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ꎬ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巴拉圭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危地马拉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秘鲁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ꎻ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几内亚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菲律宾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圭亚那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ꎻ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ꎻ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塞拉利昂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海地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 苏丹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ꎻ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印度尼西亚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ꎻ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ꎻ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突尼斯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牙买加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ꎻ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委内瑞拉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ꎻ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ꎻ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ꎻ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肯尼亚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赞比亚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ꎻ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 非营利组织与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化进程

通过探讨非营利组织在印度尼西亚民主化进程中所采取的各种行动ꎬ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深入地说明非营利组织在美国对外扩展民主方面所

发挥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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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ꎬ 苏哈托政权在危机冲击下垮台ꎬ 开启了

印尼的民主化进程ꎮ 美国的非营利组织ꎬ 包括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 国家

民主基金会、 国际事务全国民主研究所、 国际共和研究所、 亚洲基金会、
卡特中心、 美国劳联—产联的团结中心、 英特新闻网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ｗｓ)、 纽约

的查尼研究公司 (Ｃｈａｒｎｅ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等ꎬ 广泛参与到印尼民主化进程的

各个方面ꎮ
第一ꎬ 推动了印尼有关选举的法律和制度改革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ꎬ 印尼

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党、 立法机构选举和总统、 副总统选举的法

案ꎮ 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在这些法案的修改、 草拟等阶段提供了支持ꎬ 为

草拟选举法、 行政管理程序及实施规则提供了技术援助ꎬ 并根据印尼决策

者在立法起草各个阶段的需要提供比较信息和分析ꎮ 在 ２００４ 年印尼选举

前ꎬ 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还开展了一些项目ꎬ 支持修改规范政党行为和选

举制度的政治性法律ꎬ 以建立中立的选举框架ꎬ 并为准备实施新选举框架

下的规则 (包括地区选举委员会的建立和运作框架、 选区划分、 计票及

选民信息等) 提供支持ꎮ
第二ꎬ 加强了印尼选举和选举监督机构的能力ꎮ 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

为加强印尼全国选举委员会和全国选举监督委员会的能力提供了技术和物

资支持ꎮ 在印尼新的全国选举委员会建立后ꎬ 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为该委

员会及其秘书处提供了技术性建议和援助ꎬ 帮助印尼全国选举委员会出版

了内部通讯ꎬ 并为其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能力建设提供支持ꎻ 为印尼全国选

举委员会的网站建设提供了建议和支持ꎻ 开展了培训印尼选举官员的援助

计划ꎬ 为印尼各级选务管理及工作人员提供关于选举管理、 选举程序等方

面的培训ꎮ 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还与其他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合作ꎬ 积极与

印尼全国选举委员会及印尼宪法法院等对国内选举监督具有法律管辖权的

机构探讨加强印尼全国选举监督委员会及各级选举监督机构能力的问题ꎮ
第三ꎬ 在印尼开展选民教育活动ꎮ 在印尼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的选举前ꎬ 美

国国际开发署利用劳联—产联的 “团结中心” 和它的地方性非营利组织

及劳工伙伴网络ꎬ 有针对性地开展了支持印尼选举教育的活动ꎮ “团结中

心” 通过 ３０ 个组织在印尼 １８ 个省支持了一项草根性选民教育项目ꎬ 它既

强调与地方组织的合作ꎬ 也充分考虑印尼的地方差异和需求ꎮ 在 ２００４ 年

立法机构选举前ꎬ 选举制度国际基金会在印尼支持了六次候选人政治辩论

项目ꎮ 总部设在纽约的 “媒体发展贷款基金” (Ｍｅｄｉ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ｏ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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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ｎｄꎬ ＭＤＬＦ)、 亚洲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也参与了印尼的选民教育活动ꎮ
第四ꎬ 加强选举监督活动ꎮ 国际事务全国民主研究所是较早在印尼开

展选举监督活动的美国非营利组织ꎮ １９９６ 年年初它开始介入 １９９７ 年印尼

的立法机构选举ꎮ 此后ꎬ 国际事务全国民主研究所与印尼很多政党及民间

团体进行了广泛合作ꎮ 印尼民主化进程启动后ꎬ 国际事务全国民主研究

所、 卡特中心、 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ꎬ 在美国国际开发署、
美国驻印尼大使馆支持下ꎬ 对印尼民主化进程开始后的历次立法机构和总

统、 副总统选举进行了监督ꎬ 包括选举前对选举环境的评估、 选民登记、
选举过程对投票及开票过程的观摩、 选举后争议的解决等ꎮ １９９９ 年立法

机构及总统选举前ꎬ 国际事务全国民主研究所分别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和 ５ 月三次向印尼派出由选举制度和政治转型方面的国际专家组成

的小规模评估小组ꎬ 评估印尼民主选举的前景ꎮ 卡特中心也进行了选前评

估ꎬ 并为在印尼开展选举监督活动与国际事务全国民主研究所一道设立了

联合现场指挥机构ꎮ 它们联合向印尼派出了一支由来自亚洲、 非洲、 欧洲

和美洲 ２３ 个国家的 １００ 名国际监督员组成的联合代表团ꎬ 在选举前与印

尼社会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ꎬ 以充分了解选举的法律框架和政治环境、 选

举准备情况和选民对选举及选举监督的期待等ꎮ 代表团被分为 ４２ 个观察

组ꎬ 在选举日监督了 ４００ 多个投票站的投票过程ꎬ 并监督了某些地方的计

票过程ꎮ 选举后ꎬ 它们又连续发布了四份声明ꎬ 对选举监督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做出说明ꎬ 并提出了进一步改进选举工作的建议ꎮ 在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的

立法机构选举过程中ꎬ 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派出了 １３ 个选举监督小组ꎬ
监督了印尼 １３ 个地方的选举活动ꎮ 此后ꎬ 卡特中心从 ５ 月起向印尼全国

各地派出 １２—１４ 名长期观察员ꎬ 开始对印尼 ７ 月 ５ 日总统选举的选举环

境ꎬ 包括选举准备、 选举教育活动、 政党的竞选活动等进行长期观察ꎮ 在

７ 月 ５ 日举行的印尼首轮总统选举过程中ꎬ 卡特中心向印尼 １７ 个省派出

了 ６０ 名国际观察员ꎬ 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向印尼各地派出了 １５ 个小组

３４ 名观察员ꎬ 监督了 １５８ 个投票站的投票过程ꎮ 在 ９ 月 ２０ 日第二轮总统

选举过程中ꎬ 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派出了 １４ 个小组共 ３１ 名观察员ꎬ 在印

尼 １０ 个省共监督了 １３５ 个投票站的投票过程ꎻ 卡特中心向印尼派出了 ５７
名观察员ꎮ 这些选举监督活动ꎬ 有助于逐步改善印尼的选举环境、 减少选

举舞弊的发生ꎬ 以及提高选举结果的可信度和合法性ꎮ
第五ꎬ 支持印尼政党的发展ꎮ 在印尼民主转型的过程中ꎬ 国际事务全

７０５第九章　 非营利组织与美国对外政策



国民主研究所、 国际共和研究所、 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与美国国际开发署

合作ꎬ 为印尼政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ꎬ 目的是通过这些援助ꎬ 促进印尼政

党的健康发展ꎬ 使之摆脱各种缺点ꎬ 成为富有效率、 具有代表性和动员能

力的现代政党ꎬ 以适应新的民主制度下的竞争ꎮ 它们的支持主要包括: 支

持政党建立和加强基本的政党组织ꎬ 推动印尼政党组织发展和制度化改

革ꎻ 强化政党参与选举运动的能力ꎻ 支持和推动印尼妇女的政治参与ꎻ 促

进政党间对话与合作ꎬ 促进政党在立法机构中更有效地提出并通过新立

法ꎬ 提高政党ꎬ 特别是反对党监督政府和执政党的能力等ꎮ 国际共和研究

所的项目更多的是针对政党的地方分支部门ꎬ 它一般是在更具地方性的层

次上提供技术援助ꎻ 而国际事务全国民主研究所的政党培训则集中于各政

党全国总部的层次上ꎬ 目的是帮助政党领袖在印尼社会中发挥实际领导作

用ꎮ① 它们支持印尼政党发展的主要形式有: 举行专题研讨会或研讨班、
为政党领袖及其成员提供短期培训项目、 进行调查研究和民意测验培训、
为政党领袖提供咨询等ꎮ

第六ꎬ 推动印尼军政关系的民主化改革ꎮ 在推动印尼军政关系民主化

改革的过程中ꎬ 美国的一些非营利组织也积极参与其中ꎮ １９９８ 年年初ꎬ
国际事务全国民主研究所与日惹市 (Ｇａｄｊａｈ Ｍａｄａ) 大学的安全与和平研

究中心合作ꎬ 开展了在印尼文官和军事领导人之间推动关于多元主义和民

主的对话ꎬ 讨论转型问题与军队在民主国家的作用等问题ꎮ １９９９ 年年底

起ꎬ 国际事务全国民主研究所开展了一个旨在加强印尼文官领导和监督军

队的能力的项目ꎬ 就有关国防的各种议题为印尼人民代表会议外事、 国防

与信息委员会提供了培训ꎬ 就选举后的治理与安全问题提供专家咨询ꎬ 提

高科研院所和智库研究、 分析安全政策和军队制度的能力ꎮ 它还支持文职

与军方领导人之间在地区层次上的对话ꎬ 开展了一些政治项目以鼓励军官

和公民社会领袖之间的对话ꎮ 发展选择公司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ꎬ
Ｉｎｃ. ꎬ ＤＡＩ) 也与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合作ꎬ 参与了推动印尼军政关系民主

化发展的活动ꎮ 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助下ꎬ 英特新闻网在 ２００１ 年开设

的 “为和平而报道”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的培训班对部分印尼记者进行

了培训ꎬ 其主要目的是训练记者利用其报道技巧来缓和冲突、 敌对状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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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 年 ８ 月到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间ꎬ 发展选择公司与美国国际开发署、 印尼当

地的非营利组织、 大学及公共研究所合作ꎬ 在亚齐、 西伊里安查亚、 马鲁

古、 中苏拉威西等省实施了名为 “支持和平的民主化” 的项目ꎮ 这些非

营利组织与美国国务院、 国际开发署、 国防部、 司法部等政府部门进行了

密切合作ꎬ 开展军政关系项目ꎬ 目的是推动印尼军政关系的民主化改革和

民主的军政关系文化的养成ꎮ
第七ꎬ 支持印尼行政分权改革和地方民主治理ꎮ 行政分权改革是任何

极权国家民主转型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内容ꎮ 美国对印尼行政分权改革的援

助和支持ꎬ 主要是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领导下展开的ꎮ 亚洲基金会、 国际

市 /县管 理 协 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ｔｙ / Ｃｏｕｎ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ＩＣ￣
ＭＡ)、 三角科技园区国际研究院 (ＲＴ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设在北卡罗来纳)、
计算机辅助发展公司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Ｉｎｃ. ꎬ ＣＡＤＩ) 和

“民主国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ＤＩ) 等非营利组织作为美国国际开

发署的合作伙伴ꎬ 参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制定、 资助和开展的许多项目ꎬ
如: “印尼快速非集中化评估” (ＩＲＤＡꎬ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印尼地方政府核

心管理与预算技能项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地方政府支持与伙伴关系项

目” (ＬＧＳＰＰꎬ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民主改革支持项目” (ＤＲＳＰꎬ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地方治理支持项目” (ＬＧＳＰꎬ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ꎬ 等等ꎮ “印尼快速

非集中化评估” 项目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ꎬ 亚洲基金会具体实施ꎬ 其

目的是通过快速、 准确、 客观地评估行政分权及相关政策在省、 区或市和

次区的影响ꎬ 全面分析各种问题ꎬ 为印尼中央政府的决策者提供推进行政

分权改革所需要的系统的、 高质量的信息等ꎮ 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启动到 ２００４
年该项目结束ꎬ 亚洲基金会针对印尼行政分权改革问题发布了五份评估报

告ꎮ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到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间ꎬ 三角科技园区国际研究院与美国国际

开发署合作ꎬ 在印尼万丹、 西爪哇等八个省开展了 “民主改革支持项

目”ꎮ 该项目也把支持印尼进行行政分权政策改革作为其重要关注ꎮ 在

２００７ 年年底印尼国内事务部准备修改 ２００４ 年关于地方治理的第 ３２ 号法

案时ꎬ 该项目为印尼国内事务部及其专家提供了技术援助ꎬ 支持他们对该

法案条款进行了修改ꎮ 该研究院还参与了 “地方治理支持项目”ꎬ 在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０５ 年间向印尼六个省的 ８０ 个地方政府提供了参与性规划和资本投

资项目的培训ꎬ 并建立了一个地方培训组织网络ꎬ 以确保这些地方能够获

得长期技术援助ꎮ 三角科技园区国际研究院还参与了支持印尼地方教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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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教育管理的项目和 “民主改革支持项目”ꎬ 以推动印尼公民社会的发

展ꎮ 国际市 /县管理协会在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下开展的 “印尼地方政府

核心管理与预算技能项目” (ＣＭＢＳＩＬＧＰ)ꎬ 为印尼 ４００ 多个地方政府提供

了预算和财政管理援助ꎮ 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 国际共和研究所、 国际事

务全国民主研究所等组织ꎬ 也都参与了支持印尼地方民主治理发展的项目

或活动ꎬ 比如ꎬ 推动改善公共服务、 促进地方立法机构的有效运作、 提高

地方立法机构监督政府的能力、 支持公民社会组织及地方媒体的发展ꎬ 以

及支持反腐败运动ꎬ 等等ꎮ
美国非营利组织对印尼民主化进程的全面参与ꎬ 有力地配合了美国支

持印尼民主转型的努力ꎬ 为实现美国在印尼的政策目标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以卡特中心为代表的这些关注其他转型国家或发生冲突后国家的民主发展

的非营利组织开展的选举监督和选举援助项目和活动ꎬ 有助于这些国家的

民主发展和民主巩固ꎮ 这些组织开展选举监督和民主援助等项目ꎬ 是在美

国政府支持和资助下进行的ꎮ 它们是美国政府实施其对外政策的合作者ꎬ
是美国对外推行民主的具体执行者ꎻ 作为美国政府的合作者ꎬ 它们做了很

多美国政府不便公开做或者公开做不到的事情ꎮ 在开展选举监督和民主援

助项目和活动的过程中ꎬ 这些组织把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也渗透到其活

动之中ꎬ 成为扩展美国影响力的重要力量ꎮ
从非营利组织参与美国对外援助活动及在其他国家扩展民主的活动这

两个方面ꎬ 已可以看出它们对实施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ꎮ 从公共政策过程

来看ꎬ 政策选择一旦做出ꎬ 政策目标的实现及其效果就取决于政策的具体

实施了ꎮ 与社会力量相比ꎬ 政府无论多么强大ꎬ 其管理多么高效ꎬ 长远看

都是有限度的ꎮ 美国政府在开展各种对外援助及扩展民主的活动中ꎬ 广泛

利用非营利组织参与其中ꎬ 把美国强大而且极富活力的社会力量调动起

来ꎬ 既提高了政府预算投入的利用效率ꎬ 也引导了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进

入外交领域ꎬ 共同推动了美国外交与战略目标的实现ꎮ 非营利组织对对象

国社会情况的了解和把握、 在相关领域的专业技能、 它们所具备的志愿精

神和服务意识ꎬ 都可以大大弥补美国政府能力之不足ꎮ 非营利组织在参与

实施美国具体外交政策过程中ꎬ 以其非营利性、 非政府性、 专业性和

“独立性” 的特点ꎬ 更易于为对象国民众所接受ꎬ 也更能展现美国文化的

多元性ꎮ 因而ꎬ 在扩张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方面ꎬ 非营利组织比政府机

构更有优势ꎬ 它们的影响可能比官方外交的影响更加深入、 广泛和持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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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章 总 结

本章从公共政策过程这一角度审视了非营利组织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

响ꎬ 重点考察了智库在外交政策议程设定和政策形成阶段的突出作用ꎬ 以

及关注贫困、 发展、 在海外推行民主等事业的非营利组织在外交政策实施

阶段所发挥的重要作用ꎮ 不过ꎬ 这并不是说智库仅仅能够对政策议程的设

定和政策形成发挥作用ꎻ 也不是说关注贫困、 发展、 推行民主等事业的非

营利组织只限于在政策实施阶段产生影响ꎮ 实际上ꎬ 无论是智库、 基金

会、 人权组织或其他涉及贫困、 发展、 推行民主、 保护环境、 防控疾病、
维护和平、 解决冲突等事业的非营利组织ꎬ 几乎都可能在美国外交政策过

程的各个阶段产生影响ꎮ
不同类型的非营利 (非政府) 组织ꎬ 往往具有不同的目标和追求ꎬ

它们影响美国外交的方式也会有所区别ꎬ 它们对外交政策影响的程度也不

不尽相同ꎮ 诚如克拉克大学国际发展、 社区与环境系教授威廉􀅰菲舍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 Ｆｉｓｈｅｒ) 所言: “人们对于非政府组织是什么很少有一致的看

法ꎬ 对于如何称谓它们甚至更没有一致的看法ꎮ 对非政府组织部门的概括

模糊了从其内部发现的巨大差异ꎮ 这种多样性意味着ꎬ 分析非政府组织在

地方、 国家和全球层面上的影响ꎬ 殊非易事ꎮ”① 说非营利组织对美国外

交政策产生了影响ꎬ 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 实施或

改变产生所谓 “看得见、 摸得着” 的影响ꎮ 这种 “影响” 是多方面、 多

层次的ꎬ 有时候是潜移默化的ꎮ 导致了政策变化的影响是看得见的影响ꎬ
虽然未直接导致政策调整与变化ꎬ 但其诉求被美国政府相关部门或决策者

考虑ꎬ 也是一种影响ꎮ 看得见的政策ꎬ 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ꎮ 重要的是

要看到ꎬ 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 实施和调整的背后有大量非营利组织的声

音ꎬ 通过这些组织ꎬ 一部分美国民众 (往往是有代表性的民众) 的声音

被纳入政府的考虑之中ꎬ 而这对于外交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及其目标的实现

大有助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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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无法对整个美国非营利部门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做出精准评估ꎬ 但

通过分析非营利组织与美国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ꎬ 通过对它们参与和影响

美国外交政策形成及实施过程的了解ꎬ 通过对美国社会政治条件的考察ꎬ
依然可以从总体上把握其影响的广度与深度ꎮ

(一)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非营利组织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于其独立性ꎮ 它们大都号称是独立于美

国政府的ꎬ 其使命和活动有时与美国的对外政策也不一致ꎮ 但总体而言ꎬ
非营利组织的使命和活动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目标在更多情况下是并行

不悖的ꎮ 有的非营利组织为维护其独立性ꎬ 经常会刻意保持与政府之间的

距离ꎮ
不同类型的非营利组织与美国政府部门之间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ꎮ

比如ꎬ 智库经常为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建议ꎻ 人权组织也经常就相关问题为

政府直接决策者提供咨询ꎬ 或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做证ꎻ 关注贫困、 发展、
民主和治理等问题的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了美国对外援助和推行民主的活

动ꎮ 没有这些非营利组织的积极参与和投入ꎬ 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 实施

及其影响力的发挥肯定会表现出不同的效果ꎮ 非营利组织也经常依赖政府

获得财务、 物质资源和政治准入ꎮ 有时ꎬ 美国政府也会直接要求非营利组

织与政府政策保持一致或更大程度的认同ꎮ 比如ꎬ 在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

和伊拉克战争之后ꎬ 美国一些非营利组织对这两个国家战时的人道主义救

援和战后重建做出了反应ꎮ 针对非营利组织与美国政府有时会发出不同声

音的情况ꎬ 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安德鲁􀅰 纳提森 (Ａｎｄｒｅｗ Ｎａｔｓｉｏｓ) 于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在美国海外慈善团体的联合会机构 “联合行动”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谈话ꎬ 指责非营利组织没有明确和一致地把美国政府视

为他们提供援助的来源ꎮ 他敦促非营利组织把自己视为 “美国政府的手

臂”ꎬ 并威胁如果这些组织不能显示出与美国外交政策的更强有力的联

系ꎬ 他将会寻找其他的合作者ꎮ 毫无疑问ꎬ 在有些议题上ꎬ 非营利组织在

与政府部门进行积极合作与配合时能够产生影响ꎮ 但在另一些议题上ꎬ 非

营利组织的反对、 抵制、 抗议也会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ꎮ 但总体而言ꎬ 非

营利组织的追求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目标是一致的ꎮ

(二) 非营利组织与美国社会的价值观

非营利组织能够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施加或产生影响ꎬ 最根本的原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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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些非营利组织植根于美国社会ꎬ 与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是一致的ꎮ
非营利组织的产生与发展ꎬ 是对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

与挑战的回应ꎬ 它们所关注的问题也是美国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ꎮ 当它们

积极表达政策诉求或就相关政策议题提供政策咨询的时候ꎬ 这些组织就已

作为公共政策的参与者在发挥作用ꎻ 当它们在其他国家开展活动的时候ꎬ
它们就是美国的制度、 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体现者和传播者ꎮ 作为美国

社会中一支非常活跃的力量ꎬ 它们广泛而深入地卷入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制

定和实施过程之中ꎬ 有助于美国政府选择出符合社会期待的对外政策ꎬ 促

进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ꎬ 有助于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ꎬ 扩

大美国的文化影响力ꎮ 卡罗尔􀅰阿德尔曼评论道: “基金会、 教会、 大

学、 医院、 公司、 商业协会、 志愿团体和辛勤工作的移民们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的不仅仅是金钱ꎮ 他们还在提供自由、 民主、 创业精神以及志愿精神

等价值观ꎮ”①

正是因为它们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就是美国社会主流的价值观ꎬ 非营利

组织的力量和影响才可能是强大的ꎬ 才能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ꎮ 从这

个意义上讲ꎬ 非营利组织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及其实施过程的参与和影

响ꎬ 也反映出美国社会力量的强大ꎮ

(三) 非营利组织与美国的全球地位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ꎬ 美国的利益是全球性的ꎬ 全球任何角落发

生的事情都被认为与美国的利益密切相关ꎬ 都会引起它的关注ꎮ 国家间的

战争与冲突、 他国内部的宗教和种族冲突与战争、 能源安全、 贸易政策、
海上安全、 人权问题、 恐怖主义、 国际减贫、 粮食危机、 灾难救援、 政治

转型、 传染病防治、 跨国人口贩卖等ꎬ 都是美国外交关注的问题ꎬ 都与美

国的国家安全相关ꎮ 虽然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ꎬ 这些问题在美国外交政

策议程中的轻重缓急会有所不同ꎬ 但所有这些已足以说明ꎬ 美国外交的内

容及其要应对的问题是非常广泛的ꎮ 单靠政府外交部门是无法应对或解决

国际事务中的这些问题的ꎬ 需要动员或吸引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对外事务

之中ꎮ 这就为非营利组织参与到美国外交活动之中并对其产生某种影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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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机会ꎬ 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正在进行着越来越多的合作ꎮ
美国非营利组织所产生的影响ꎬ 也远比官方外交活动的影响更为深

远ꎮ 通过各种创造性的活动ꎬ 非营利组织能够提供各种独特、 敏感和个人

化的服务ꎬ 而这正是美国政府力所不及的ꎮ “９􀅰１１” 事件后不久ꎬ 时任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一次演讲中表示ꎬ 没有非政府组织的参与ꎬ 美国就无

法成功实现其塑造一个更加自由、 更加繁荣和更加安全的世界目标ꎮ “因
为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ꎬ 我们面对的问题都是如此深刻地相互交织、
如此复杂和跨国界的ꎬ 没有一个国家ꎬ 即便是一个超级大国ꎬ 能够依靠自

身力量解决它们ꎮ ２１ 世纪世界的本质和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问题ꎬ 使政

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不仅是令人高度期望的ꎬ 而且是绝对根本的和

必要的ꎮ”① 非营利组织以各种方式参与美国外交ꎬ 实际上对美国力量和

影响产生了放大器的作用ꎮ 政府与社会力量的有机结合ꎬ 使得美国外交政

策的国内基础更加坚实ꎬ 有助于它选择强有力的外交政策ꎬ 实现其外交政

策目标ꎬ 维护其全球霸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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